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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社會及醫療技術的進步，許多的疾病都能通過藥物得到治療，然而精

神疾病不同於一般的生理疾病，成因涉及社會文化、心理及環境等因素。因此，

若專業人士在提供復康服務時僅將焦點放在「疾病治療」上，容易忽視精神障

礙者背後的需求，導致他們在社會上的權利被忽略。同儕支持模式運用同儕互

助的概念，通過生活經驗的分享、情緒支持和互助，能夠協助精神障礙者去除

汙名化，達到精神復元的目標。然而，傳統華人文化往往將精神障礙者視為危

險人物，媒體亦常以「精神疾病」為新聞標題，使精神障礙者在承受疾病困擾

的同時，還要面對社會的標籤，復元之路因此充滿挑戰。同儕支持服務與傳統

康復服務不同，它不僅運用復元概念，還通過系統化、理論化及結構化的同儕

支持者培訓課程，讓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通過自身的生活經驗和知

識，鼓勵和支持其他精神障礙者，助其邁向復元目標。 

本研究以提供同儕支持服務的臺灣機構為研究場域，採用質性研究方法，

通過深度訪談一線工作者及通過同儕支持訓練的精神障礙者，探討同儕支持服

務在臺灣的發展現況，繼而深入瞭解同儕支持服務對精神疾病去汙名化及精神

障礙者復元的影響。 

 

關鍵字：同儕支持、同儕支持者、汙名化、去汙名化、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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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ith societal progress and advancements in medical technology, many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with medication. However, mental illnesses differ from physical illnesses. 

When professionals focus solely on "disease treatment" in rehabilitation, they may 

overlook the underlying needs of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neglecting their 

societal rights. The peer support model promotes mutual assistance through shared life 

experiences, emotional support, and mutual help, aiding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reducing stigma and achieving mental recovery. Traditional culture often 

views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s dangerous, and media frequently use 

"mental illness" as a headline, exacerbating societal labeling and making recovery 

challenging. Peer support services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by utilizing 

recovery concepts and providing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structured training for peer 

supporters. These courses enable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to become "peer 

supporters," using their experience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others, aiding their 

recovery goals.This study uses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providing peer support services 

as research sites. It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rontline workers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pleted peer support training, to 

explor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eer support services in Taiwan and understand their 

impact on the de-stigmatization and recovery of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Keywords：Peer support, peer supporters, stigma, de-stigmatization,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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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對社會工作充滿使命感，自 2016 年大學畢業後便投入社會工作專業

領域，在實習及工作期間研究者積極接觸各種類型的個案，其後發現到被貼上

「麻煩」標籤的個案大多伴隨著精神障礙，例如過動症的兒童、情緒躁動的青

少年及思覺失調的成人等。傳統醫療模式（ medical model）認為障礙

（disability） 是個人生理或心理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需要為障礙者提供醫

療服務。而社會模式（social model）則認為障礙源自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

互動出現的，例如新聞媒體將嚴重的社會事件與精神疾病相提並論，甚至加上

誇張的形容詞如：「未爆彈」、「瘋子」等，社會大眾便容易對精神障礙者感到恐

懼和敵意，產生偏見（prejudice）或歧視（discrimination）行為，令精神障

礙者受到精神障礙汙名化的影響（Kim & Jun, 2019；李金燕等，2018；唐宜楨、

吳慧菁，2008；宋麗玉，2005）。 

此外，在充滿汙名化的社會中，精神障礙者也會把大眾的汙名視為個人的

汙點，認為患上精神疾病就是個人的錯誤，繼而感到自責（blame）、羞愧 

（shame），為了避免受到大眾的指責，甚至出現孤立（isolation）、退縮等行

為（陳依煜、連盈如，2015；Ociskova et al., 2015；Byrne, 2018；唐宜楨

等，2009）。 精神疾病汙名化除了不利精神障礙者的醫療治療，同時也導致侵

害了個人的權益，而通過對精神疾病汙名化的文獻發現，汙名化在傳統華人文

化中仍存在，導致精神障礙者無法享有一般人的同等權益（林沄萱，2015；韓

德彥、陳淑惠，2008）。 

因此，研究者認為要讓精神障礙者享有基本權益的關鍵之一，就是去除他

們所受到的汙名化，從而能夠讓他們重獲與一般人一樣的權利，能夠在社會上

發展個人潛能。世界人權宣言中列明了一般人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及自由，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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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便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因此，當一般人

患上精神疾病時，國家或市民大眾都不應對精神障礙者與一般人不平等的對待，

例如歧視或限制精神障礙者在社會上的權利，例如工作權。另外，根據人權宣

言第二十三條：「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

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在西方國家精神障礙者在職場工作已較為普遍，然而

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卻發現到傳統華人文化將精神障礙者視為「病人」或

「無能者」的狀況仍然普遍存在，致使精神障礙者的醫療以外的權利，例如工

作權亦未被重視。此外，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列出：「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

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

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

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臺灣為了保障精神障礙者的健康及基本

生活權利，例如：尊嚴、生活權及工作權等，特別制訂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 

綜上所述，研究者感謝在臺大的學習過程，讓我瞭解到同儕支持與精神疾

病去汙名化的相關知識，突破了我對精神疾病僅能依靠藥物治療的傳統觀點，

通過閱讀相關的文獻，讓我瞭解到精神障礙者是能夠通過同儕支持服務的幫助

下去汙名化。另外，在臺大的學習過程中，讓我有機會以外國正推行多年的同

儕支持服務應用在臺灣的狀況作研究，例如：同儕支持的服務內容、同儕支持

者的功能以及同儕支持服務對精神障礙者的效果等。期望研究結果能為臺灣精

神醫療作出貢獻，讓「同儕支持者」在未來可以被納入到正式的醫療系統中，

提升臺灣精神障礙者的生活素質，更好地在社會生活。相較於澳門，臺灣在精

神康復服務的發展更為領先，「同儕支持」的研究資源更要豐富。因此，研究者

期望以臺灣精障服務為藍圖進行研究，以瞭解同儕支持服務與精神障礙去汙名

化之關係，期望藉研究結果能為臺灣精神復康作出貢獻，即便在日後回澳，研

究者也可以藉本次研究經驗再作相關研究延伸，讓同儕支持研究能跨越地域，

使更多的精神障礙者得到同儕支持服務的效益。 



doi:10.6342/NTU202401391

3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根據臺灣立法院法律系統，《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於 2014 年公佈，

目的是實施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施行法的第一條指出，該法的目的是維護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的機會。而上文

提到，在 CRPD 公約的第 19 條及第 26 條已列出締約國對障礙者所執行之應有義

務，包括同儕支持、復健方案等，來讓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上能夠得到充分之參

與。過往臺灣主要以社區復健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服務，在 1985 年推行精神障礙

者的社區復健計劃，計劃名稱為「醫療保健計畫籌建醫療網計畫」（行政院研考

會，1995），其後於 1989 年再推動「精神病患社區復健試辦計畫」（葉英堃，

1996）。而根據立法院法律系統顯示，《精神衛生法》在經過 2007 年及 2022 年

的修改後，最新版本的修改重點內容為：「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精進病

人協助及前端預防及建立危機處理機制」等，目的之一是為了強化精神障礙者

的社區支持，修法後再次肯定了對精神障礙者重返社區之需求。 

而根據澳門社會工作局統計資料，2022 年領有精神殘疾評估登記證的人數

為 3047位，占澳門殘疾人口 18.97%，精神殘疾（精神障礙）是澳門前三位的殘

疾類型之一，其餘兩種類型是肢體殘疾（身體障礙）及聽力殘疾（聽力障礙）。

為了幫助澳門障礙者獲得更好的康復，澳門社工局於 2016 年制訂《澳門特別行

政區 2016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該規劃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階

段，其中中期階段為 2018 年至 2020 年，此階段的計劃內容包括「探討於日間

精神康復機構試行同儕支持服務模式的可行性」為目標之一（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6）。因而在 2021 年澳門浸信會澳門愛羣社會服務處、澳門利民會及澳門扶

康會與澳門社工局聯合規劃國外的「同儕支持」試驗性計劃，而我也有幸參與

及協助同儕支持服務，因此更深刻感受到精神障礙者的生活不僅要面對精神症

狀 (symptom) 的影響，還需面對在傳統華人文化下的各種負面標籤，導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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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接受復康服務的動機被降低（黃智玉、曾明月，2018）。 

此外，目前在臺灣為精神障礙者提供的處遇服務仍以藥物治療為主，其中

一個原因是自 1995 年臺灣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後，精神疾病也被納入保險系統，

而在健保系統的支持下，精神藥物治療的方式變得更加直觀，且健保系統也降

低了精神障礙者的藥物治療負擔。然而，藥物僅限於精神障礙者的症狀，這也

讓他們的病人自主權更多地交由醫生決定，進一步鞏固了藥物治療精神障礙者

的醫療模式。當藥物難以控制病情時，精神障礙者更可能被轉介至精神院舍，

進一步與精神障礙者社區復元的理念分隔。同時，開處藥物便利化及住院率上

升也對臺灣整體的醫療系統造成沉重負擔（張國榮等，2004）。另外，對於精神

障礙者而言，藥物的副作用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及工作，而大眾的汙名化

也可能逼使他們選擇自我孤立或到院舍生活。而隨著精神疾病治療技術的進步

及精神醫療診斷的準確性提高，醫療主導的社會將繼續以藥物作為主要的治療

方法，容易忽略了精神障礙者的全人需要。另外，許多研究指出，除了一般市

民大眾，即使是精神衛生專業人士，他們也有可能因為了解更多的專業知識或

臨床經驗，而將精神障礙者視為「不正常」，而忽略了精神障礙者疾病以外的需

要，難以讓精神障礙者達到精神復元的目標的行為，因此，整體而言，當社會

文化對精神疾病存有偏見或歧視時，精神障礙者的生活品質及社會參與等人權

保障仍是不足夠的（王盈婷、徐畢卿、陳志軒，2017；吳建昌等，2018）。 

根據 2022 年的英國醫學權威雜誌研究顯示，汙名化帶來的羞恥感對精神障

礙者造成的羞恥感比精神疾病本身的損害性更大，汙名化會對精神障礙者造成

的影響包括：社會、自我孤立、對未來失去信心及希望、生活質量下降及減少

使用康復服務的行為等，例如汙名化會降低精神障礙者前往醫院接受藥物治療

的意願，以及降低他們接受其他復康服務的動機（LANCET, 2022）。臺灣也有研

究關於汙名化對精神障礙者的影響，而根據研究顯示，汙名化會降低精神障礙

者接受復康服務的動機，汙名化甚至會導致精神障礙者自我孤立及出現社會脫

節的狀況（唐宜楨、吳慧菁，2008；林沄萱，2015）。因此，儘管藥物治療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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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但當汙名化出現時，會降低精神障礙者前往醫院接受治療的動機。 

根據 2022 年 8 月臺灣衛生福利部資料顯示，臺灣的精神障礙者人數逐年上

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人數約為 120 萬人，當中慢性精神病患者人數約有 13 萬

人，佔身心障礙人口約 11%（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2）。研究者對統計資料進

行回溯檢視，發現在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間，臺灣慢性精神病患者每年大約增

加 10%，即每年約增加一萬二千位精神障礙者。因此，當臺灣對於精神障礙者

的處遇仍是以藥物治療為主時，隨著精神障礙者人數不斷增加，將對臺灣的醫

療及健保系統造成沉重的醫藥負擔。另外，過去的傳統醫療觀點主要著重於控

制及預防精神疾病復發，因此治療方向集中在治療及消除精神症狀。然而，近

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顯示，精神障礙者具有「復元」的能力。復元的目標

在於協助精神障礙者打破被疾病所帶來的障礙，幫助他們恢復獨立自主的能力，

實現個人追尋自我目標的願望，而不僅僅以消除病症或預防復發為唯一目標  

(Mackay et al., 2022；Lim, Remington & Lee, 2017) 。 

因此，本研究期望為臺灣的精神障礙者提供一種有別於傳統醫藥治療的方

向，以此來降低醫病角色中可能出現的自我汙名化，亦可降低臺灣健保資源的

負擔，期望能建構有別於傳統醫療權威的關係角色「同儕支持者」，以同儕身份

促進精神障礙者更多的基本權利，以及協助他們能夠更多地參與社會、社區復

元，而非因精神疾病被社會標籤而自我孤立，事實上近年臺灣部份地區亦有發

展同儕支持的相關服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2018）；此服務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

來推動，然而臺灣學者周月清指出「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外國的「同儕支持」

是不同的，在服務成效上，自立生活服務並不能達到讓服務使用者自主、及有

「選擇」的結果，並解釋到原因之一是臺灣部份地區交通並不發達，因此物理

環境因素讓建立及維持同儕支持團體充滿困難，另外則是活動經費不足及服務

內容不一致，因臺灣的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服務仍未有一致之定義，故服務內容

會因各地方而有所差別，故難以一致地讓精障礙者可以達到社區復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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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能達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目標（周月清，2018）。 

研究者通過「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及學者周月清對自立生活支持的研究，

發現臺灣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對象主要是肢體及智能障礙，而非精神障礙者，

此外，對於同儕支持者的培訓方式、同儕服務應用在精神障礙者相關的實證研

究，例如社會復元、去汙名化之部份同樣是較為欠缺的（周月清，2018；黃伶

蕙等，2018；王育瑜，2018）；因此本研究期望綜合國外的研究，以瞭解臺灣精

神障礙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去汙名化之狀況。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深度訪談臺灣同儕支持方案的一線工作人員，以探究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方

案的理念與工作方法 

二、對精神障礙者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他們參與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經驗 

三、通過與精神障礙者及一線工作人員的訪談，探討同儕支持方案對個人去汙

名化的影響 

 

第四節 研究問題 

一、臺灣同儕支持方案的工作人員是如何理解及詮釋同儕支持的概念 ? 

二、臺灣同儕支持的工作人員是如何具體執行同儕支持方案 ? 

三、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者培訓的動機及原因 ? 

四、精神障礙者如何理解及詮釋同儕支持方案對其個人的影響 ? 

五、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者培訓及去汙名化歷程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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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以同儕支持相關之文獻進行探討，並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節介紹

「同儕支持的發展與內涵」，首先探討同儕支持的歷史發展以及國外狀況；第二

節則探討「同儕支持與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之關聯；第三節聚焦於「同儕支持

與復元的關係」，探究同儕支持在精神障礙者復元過程中的影響；最後一節則是

「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者的影響」，探究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者的價值意義。 

第一節 同儕支持的發展與內涵 

一、 同儕支持（Peer support）的定義 

同儕支持源自歐美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同儕支持有別於

傳統藥物的治療模式，是一種將個人敍述和經驗提升為具有集體性和政治力量

的精神衛生服務 (Kan, 1996；Faulkner & Kalathil, 2012；Dillon & 

Hornstein, 2013; Noorani, 2013) 。另外，因各國對同儕支持的定義略有不

同，研究者發現同儕支持（Peer support）由 Mead 和 MacNeil (2006) 的定義

較多被引用，指兩個或以上的人互相提供支持和幫助的一種互動形式，參與者

在此種形式下能夠通過知識、生活經驗分享及情感支持來互相幫助，或協助他

人解決困難或面對生活挑戰。而同儕支持在精神健康領域的解釋，狹義上指有

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之間的互惠方式，而在廣義上則指生活經驗、興趣、成長經

歷等基於生活經驗及知識分享的互助方式，包括生活經驗、興趣、成長歷程等，

同儕支持服務可以通過虛擬網絡、個別或團體的方式提供服務，綜合文獻指出，

同儕支持可以通過情感支持、經驗分享和生活指導來改善精神障礙者的生活品

質。 (Silver & Nemec, 2016；Watson & Meddings, 2019；Basset et al., 

2010) 。 

同儕支持暫未有一致的定義，以美國為例，美國聯邦物質濫用暨精神衛生

防治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對

「同儕支持」定義為「一種非臨床的處遇服務，目標是讓障礙者達到復元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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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美國心理衛生協會（Mental Health America）則是將同儕支持定義為

「以實證為本的一種針對有精神健康問題及挑戰的策略，同儕支持在定量及定

性的研究均證明，能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提高生活品質及增加社會參與，

促進精神障礙者的整體健康」(Mental Health America, 2019)。另外，也有已

長期推行同儕支持的團體將「同儕支持」定義為「有相似障礙程度的人，運用

及分享他們對障礙處理、知識或經驗的方法」(Sisco, 1992) ；加拿大對於

「同儕支持」的定義：「一種促進復元的策略，目的是讓被服務者能夠自立生

活」；而英國對「同儕支持」的定義：「一種促使精神障礙者復元為目的，提供

輔助性的社會心理干預措施，以一對一經驗分享或互助交流團體來提供服務」。 

綜上所述，雖然同儕支持在各國的定義仍有所差異，但研究者發現到同儕

支持仍有其核心共同要素，包括：情感互助、促進復元、非傳統醫療模式、知

識經驗共享，以及通過線上、一對一或團體形式來提供同儕支持服務，同儕支

持服務目標是為了改善精神障礙者生活品質，減低他們受到精神疾病汙名化的

困擾，促進復元的過程。因此，本研究對同儕支持的定義為「通過同儕間的經

驗分享及互助，協助精神障礙者在社會上能夠自主生活的一種社會心理健康服

務」。 

二、 同儕支持者 （Peer supporter）的定義 

Solomon (2004) 指出，同儕支持者是接受專業培訓的精神健康復元者，他

們利用自身的生活經驗和情感支持來協助其他精神障礙者，提升他們的自尊和

自信心，促進他們實現復元的目標。精神障的同儕支持者的定義包括了曾接受

精神健康服務或心理輔導經驗的人，以及精神復元者。當他們經過專業訓練後，

能夠與其他有精神健康需求的人建立互助關係，分享復元經歷，以及提供情緒

支持、建議或實際幫助 (Mead et al., 2001；Davidson et al., 2006) 。在

不同國家，對同儕支持者的定義略有不同。例如，美國將同儕支持者定義為

「運用個人經驗回饋，促使其他障礙者受益的角色」(Sisco, 1992)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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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其定義為「任何對有精神健康問題者提供服務的個人或機構」(Sarah & 

Samia, 2016) 。英國則認為同儕支持者是「具有使用精神健康服務或有精神健

康障礙經驗的人，運用他們的經驗為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支持」(White et al., 

2020) 。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採用 Solomon 所提出的定義作為同儕支持者的定義，

即「具有精神障礙相關經驗的個人，包括患有精神疾病或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

個人。他們能夠以平等互惠的同儕關係，而非醫病專業關係，分享如何面對精

神疾病的經驗，並運用這些經驗來促進其他精神障礙者的復元。 

三、 同儕支持之緣起 

精神障礙同儕支持（Peer support）源於 1972年的消費者運動（Consumer 

Movement），該運動由精神病患者及精神康復者主導，目的是為了爭取精神健康

權益，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質量，並提倡消除汙名和歧視，促進社會的包容和

理解 (Curtis, 2000) 。其後在 1987年，學者 Zinman 及 Harp (1987) 指出，

傳統醫療模式將精神障礙者定義為永久性的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忽

略了精神障礙者患上精神疾病的社會及環境因素，同時也否定了精神障礙者的

復元能力。最後在 1990年，學者 Podvoll (1990) 在當時指出，儘管精神障礙

者會有病發時期，但他們也會有清醒的時候，然而主流文化卻因傳統醫療模式

而將精神障礙者區隔，對他們貼上「不正常」的標籤，使他們難以融入主流文

化 (Mead et al., 2001) 。 

因此，同儕支持模式基於消費者運動，以擺脫傳統醫療的「病人」角色的

旨示，來建立一個以「互助」、「康復」為基礎的新概念模式，倡導讓有類似經

驗的人互相支持及幫助，以復元、賦權及精神障礙者生活經驗為服務核心，讓

他們通過共同的經歷、以感同身受的方式理解他人的處境，同時倡導精神障礙

者的社會權利。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服務在此理念下形成，協助精神障礙者的復

元，幫助他們去除傳統病人角色或社會大眾士對精神障礙者造成的汙名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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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a, 1972；Charmaz, 1987；廖福源，2022）。 

四、 國外同儕支持的發展歷程 

近年來，精神障礙的同儕支持服務在歐美地區迅速擴展，以美國為例，美

國已聘請超過一萬名同儕支持員，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更是把同儕支持計劃納

入了保障範疇，目的是為了讓精神障礙者不會因精神疾病而被歧視或被汙名化，

促進他們的復元，突顯了同儕支持在精神健康領域的重要性（Brown, 1992；

Davidson et al., 2012；葉錦成，2011）。同儕支持方案在國外推行多年，例

如美國在 2012 年至 2018 年期間，美國紐約市公共衛生基金會（Fund for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與紐約健康與心理衛生部（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合作推出「紐約降落傘」

（Parachute NYC）的精神障礙復元模式，此模式擺脫傳統醫療模式對精神障礙

者的病人角色，運用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及同儕支持（Peer support）

來促進精神障礙者之復元。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在 80 年代由芬蘭的

Need Adapted Treatment Model（NATM）發展而來，強調人際溝通、家庭與社

區關係的重要性。由治療師、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成員組成治療團隊，以團隊

模式為精神障礙者者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心理治療、藥物治療、社交支

持等 (Alanen et al., 1991; Aaltonen et al., 2011; Anderson, 2002；

Seikkula & Arnkil, 2006) 。而紐約降落傘計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運用了同儕

支持處遇模式（Peer support），該模式強調同儕支持者不是專家，而是同儕

（Peer）的角色，通過分享生活經驗及情緒支持，協助精神障礙者得到藥物以

外的支持，包括：促進社交網絡建立、提升自我效能感等，讓他們達到復元的

目標 (Mead et al., 2013； Mead & MacNeil, 2005) 。「紐約降落傘計畫」以

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及同儕支持（Peer support）為理論核心，計劃

的主要內容包括：二十四小時的同儕支持熱線電話、個案輔導、家訪及短期住

宿服務等。精神障礙者對降落傘計劃的成效回饋，有 80%的精神障礙者表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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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他們的精神症狀及改善生活品質，而相比傳統醫療方案，降落傘計畫能夠

大幅降低美國精神醫療費用支出 ( Intentional Peer Support, 2019；

Wusinich et al., 2020 ) 。總結，美國紐約降落傘計畫是一種整合同儕支持

服務，促進精神障礙者復元的模式，對精神障礙者個人及社區復元都具有影響

性。而在澳洲也有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元的組織，歷史較為悠久的就是於 1957 年

成立的成長協會（GROW GROUP），此組織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非牟利組織，服

務對象就是精神障礙者，組織的核心服務就是同儕支持（Peer support），讓精

神障礙者以小團體的形式，接受每週一節共十二節的同輩支持課程，精神障礙

者可以通過課程學習到各種技能知識，例如：情緒管理、人際溝通、自我覺察

等，在十二節的課程中促進精神障礙者相互分享生活上遇到的挑戰和困難，借

由同儕支持者的經驗分享，精神障礙者可以得到情緒支持及建議，邁向復元狀

態 (Grow Australia, 2020；GROW, 2020) 。 

五、 同儕支持在臺灣發展概況 

目前，台灣的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服務暫未像國外一樣普遍及被政府所重視

而納入醫療保健系統。而根據文獻探究，臺灣的同儕支持服務目前納入《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設立的自立生活方案內，該方案源自於 2007 年臺灣以加

強精神障礙者的權益為目標，於是對精神衛生法的修訂，以及 2008 年臺灣推行

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啟動的自立生活方案而出現。然而，早期的自

立生活方案多著重於肢體障礙類別，即第七類障礙，精神障礙者在自立生活方

案中未得到完善的服務（中華心理衛生協會，2022）。例如，精神障礙者在藥物

治療下症狀變得穩定，然而仍難以社會參與的挑戰。主要原因源自傳統媒體及

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汙名化，造成他們擔心被貼上負面標籤而遭到社會排斥，

因此很多精神障礙者仍處於失望無助的境地，難以獨立自主地生活（謝詩華，

2018）。此外，研究者在文獻查找過程中，發現臺灣以精神障礙者為主題的同儕

支持研究相對匱乏，僅能找到由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在 2015 年、2017 年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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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供的三次同儕支持服務的紀錄。儘管 2021 年花蓮榮民醫院精神科進行了一

項針對思覺失調患者的同儕支持服務量化研究，結果顯示同儕支持服務有助於

提升患者的社會支持、改善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Cheng & Yen, 2021），但這

類量化研究在台灣依然較為罕見，且缺乏深入相關性研究。一些學者更指出臺

灣目前並未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同儕支持方案，主要原因是政府將同儕支持視為

服務提供者的輔助，使得同儕支持服務相對缺乏多元性，同儕支持者更像是機

構服務的輔助性人員（廖福源，2022）。總括而言，臺灣在同儕支持的發展上仍

與國外有一定的落差，同時也是一個讓本研究在臺灣同儕支持發揮作用的機會。 

第二節 同儕支持與精神疾病去汙名化 

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問題在至今仍然存在，Corrigan 等（2010）的研究指出，

社會汙名化和自我汙名化是精神障礙者主要面臨的挑戰。而同儕支持可以減少

精神疾病的汙名化。 

一、 精神疾病汙名化的定義 

精神疾病汙名化是由社會汙名（public stigma）及自我汙名（self-

stigma）形成。社會汙名化是指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負面偏見及歧視，而

這些偏見（prejudice）可能源於某人或某團體所持有的預設觀點，且該觀點是

缺乏證明亦難以改變，例如認為所有精神障礙者都是有害的、危險的或是無能

力等，這種社會汙名會導致歧視（discrimination）行為的出現，例如把精神

障礙者與一般人作區分（social distance），對精神障礙者抱持不恰當的行為。

而自我汙名是指精神障礙者內化了社會大眾對他們的偏見及歧視而形成的，自

我汙名化導致精神障礙者對自我產生負面的觀感，例如恥辱感（shame）、孤立

（ isolation）及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Johnstone, 2001；

Corrigan & Watson, 2002；Corrigan & Shapiro, 2010) 。 

二、 同儕支持之理論依據 

汙名化常見於精神障礙群體，影響著精神障礙者在社會上的適應力，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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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Solomon 提出同儕支持的理論依據包括：社會學習理論、體驗式學習理論以

及社會支持理論。這些理論讓相似經歷的同儕支持者能夠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服

務，給予他們更大的動力、希望和支持，並促進改變，從而增加他們的社會適

應力。理論之詳細解釋如下： 

(一)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學者 Bandura 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指出，通過觀察和模仿他人的

過程來獲得知識和技能 (Bandura, 1977)。 

在同儕支持服務中，精神障礙者可以通過觀察和模仿同儕或其他

成功案例來學習如何應對自身的情緒和行為，從而改善生活質量。例

如，他們可以透過與同儕交流和分享經驗來了解他人如何處理相似的

問題，進而學習和借鑒他人的經驗和方法。社會學習理論透過觀察、

模仿和獎勵等方式幫助他們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促進精神復元

（Davidson et al., 2012）。 

(二)體驗式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理論認為學習是通過轉化經驗而獲取知識的過程，通過個人實際

參與體驗和反思來獲得知識和技能（Kolb, 1984；Webb, 1989)。 

而經驗分享乃同儕支持核心概念之一，在同儕支持服務中，精神

障礙者可以進行各種形式的體驗、學習和自我反思，通過同儕支持者

的經驗分享及生活知識，建立相互支持的團體、互相學習和鼓勵，建

立人際社交關係，提升自我效能感 ( Langer & Moldoveanu, 2000）。 

(三)社會支持理論（Social Support）：  

社會支持理論包括情感支持、資訊支持、工具支持等，是指人在

社會上可以得到的各種幫助和支持，提供支持的對象有家人、朋友、

同事、社區等多種。綜合文獻指出社會支持對於個人的生活適應和精

神健康有著積極的影響。理論指出當人持續處於正向支持的環境時，

會得到正向情感和自我價值感，從而促進個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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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理論指出社會支持還可以在壓力情境中幫助緩解心理壓力，進

而改善精神健康和生活適應能力 (Barrera, 1986；Cohen & Wills, 

1985；Wills & Filer, 2001；Uchino, 2009) 。 

Solomon 提出同儕支持是一種非專業主導的模式，以自助支持的

方法，能夠讓精神障礙者從醫療模式轉移到社區復元的模式。學者強

調同儕支持者具有正向榜樣和生活經驗分享的重要性，同儕支持能夠

協助精神障礙者重新融入社區，並作為一種有效的康復支持策略得到

了推廣和應用。（Solomon, 2004）。 

綜上所述，同儕支持理論由社會學習理論、體驗式學習理論以及

社會支持理論發展而成，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心理支持以及生活適應的

技巧，通過同儕支持者的經驗分享及支持，有助於精神障礙者恢復自

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達到精神疾病去汙名化的效果。 

三、 同儕支持與精神疾病汙名化的關係 

傳統的藥物治療模式將精神障礙者視為「疾病」而不是「人」，這種視角並

不利於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其中一個原因是，精神障礙者常常受到社會大眾的

排斥（Davidson et al., 2016；趙美盈, 2013）。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

於 2016 年的研究，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支持精神障礙者回歸社會的目標，即在

醫療機構以外提供治療和支援，讓他們回歸社會並享有與一般人相同的機會和

資源。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大多數國家仍採取隔離的方式，將精神病患者集中

在偏遠地區接受住院性照護，導致他們被社會隔離 (Unit, 2016)。學者 Walker 

(1997)指出社會排除是個人或群體因各種因素而被社會排斥出現有社會系統，

這些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方面，而精神疾病對精神障礙者的負

面標籤，便會導致精神障礙者無法參與或得到社會資源，而被社會排除的原因

之一。而為了讓精神障礙者能夠重新參與社會，英國成立了專門的 Social 

Exclusion Unit，並於 2004年發表了一本有關精神衛生和社會排斥的書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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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指出，社會排斥與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污名化有很大的關聯，包括社

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負面標籤，以及精神障礙者個人因此而產生的自我污名

化 (Social Exclusion Unit, 2004) 。此外，根據 Pescosolido等人在 2018年

的研究指出，污名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標籤化、刻板印象、社會歧視及個

人負面影響共同形成。而污名化主要由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個人成長環境、價值

觀及成長背景所造成，因此，該研究建議在協助精神障礙者消除污名化時，除

了關注精神障礙者個人因素外，也需要重視社會文化對精神障礙者的影響 

(Pescosolido et al., 2018) 。為了填補藥物治療未能達到的去污名化效果，

美國成立了全國精神疾病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簡稱

NAMI），NAMI 是由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成員組成的互助團體，積極推動精神障

礙同儕支持服務，並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同儕支持者培訓，讓精神障礙者能夠成

為同儕支持者，以讓同儕支持服務能夠鼓勵及支持更多的精神障礙者。另外，

NAMI 也會舉辦跨專業的精神障礙去污名化小組，在社區定期舉辦精神衛生健康

教育活動，以減少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標籤，積極協助精神障礙者去污名化 

(NAMI, 2023) 。總括而言，以上的措施都是為了解決精神疾病污名化對精神障

礙者的影響。 

四、 標籤效應與同儕支持去汙名化 

精神障礙者常因社會上的精神疾病汙名化而遭受歧視，這種現象與社會對

他們的負面評價有關。社會大眾貼上的標籤（Label），常常與危險、暴力等負

面資訊聯繫在一起，這些標籤不但影響了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印象，也導致社

會對他們的疏離（Social distance）。這種負面標籤不僅影響了精神障礙者的

自我認同，也可能讓他們不自覺地符合這些標籤所定義的行為模式 (Edwin, 

1951； Link & Phelan, 2001) 。當社會媒體將精神障礙者與「暴力行為者」

聯想時，雖然暴力行為並非僅限於精神障礙者，但這些負面標籤卻使他們被視

為「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此外，精神疾病汙名化不僅影響了精神障礙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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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認知、自我價值和生活意義，也造成了自我汙名化。精神障礙者可能因患

病而感到愧疚和自責，進而放棄社會參與，造成自我孤立。自我汙名化也可能

讓他們對自己感到厭惡，影響到自尊心、自我照顧和生活適應能力等方面

（Wood et al., 2017；尚和華, 2016）。這種負面標籤和自我汙名化損害了精

神障礙者獲得社會資源和權利的能力，例如人際交往、就業和住居需求等，因

此，為了讓精神障礙者更好地參與社會，達到復元的狀況，首先是讓他們意識

到汙名化的影響，同時協助他們去除負面的標籤，提升讓精神障礙者的認知和

態度，以促進他們的社會參與和健康復元。然而，在傳統文化下，患有精神疾

病的人容易受到大眾及社會媒體的歧視，被貼上各種的負面標籤而導致汙名化

的問題，此狀況明顯違反了精神障礙者的基本人權，例如：平等權、自主權、

自由權和工作權。故為了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健康復元，需要減低精神障礙者因

疾病而被汙名化的問題。綜合文獻 ( Burke et al., 2018；Boothroyd & 

Fisher., 2010；Fan et al., 2019 ) 指出，同儕支持能夠為精神障礙者去汙

名化，通過具有相似經驗及接受專業同儕培訓的同儕支持者，由他們向精神障

礙者提供同儕支持服務，協助他們建立新的支持網絡，達到去汙名化目標。另

外，同儕支持者比傳統醫療角色更能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情感支持、增強自尊和

希望感，讓精神障礙者更有希望和動力重新參與社會，建立新的身份角色，使

精神障礙者達到復元狀態。 

因此，精神疾病汙名化就是由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偏見與歧視，以及

精神障礙者對自身的負面評價而出現的一種傷害，這種傷害並不利於精神障礙

者的復元。 

第三節 同儕支持與復元關係 

精神障礙者的復元過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包括情感、社交和經濟支持。

Davidson 等（2012）指出，同儕支持在復元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助於提

高精神障礙者的自尊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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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復元的定義 

1980 年代一些美國的精神障礙者在康復後向大眾陳述他們與症狀共處，以

及康復後在社會上重新擁有身份的方法，並鼓勵社會大眾應重視及肯定精神障

礙者的「復元」需求，這些觀點後來得到美國的健康與人類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重視，該部門是負責美國的公

共衛生、社會服務以及醫療保健的重要部門，該部門轄下的美國精神衛生部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認為復元

（Recovery）是一個讓人發揮潛力，改善生活的一個過程，復元並非一個單一

目標，包括了人的心理、生理及社會等各方面， SAMHSA認為復元的要素有：多

元化（Many Pathways）即每個人都可根據不同的需要而尋找到不同方法達到復

元、整全性（Holistic）即復元過程不僅是生理層面，還包括心理甚以是靈性

層面、人際支持（Peer Support）即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互相支持及經驗分享，

突破疾病的限制而達到復元、文化關係（Relational Culture）指社會文化以

及人際互動對於個人的復元都是相關且重要的、處理創傷（Addresses Trauma）

指出在復元過程亦可能需要協助當事人處理創傷經驗、優勢（Strengths）強調

每個人都有其優點、能力及資源來達到復元、尊重（Respect）需要尊重當事人

的選擇及意願、希望（Hope）給予當事人信任，相信他們能夠復元的，以人為

本（Person-Driven）就是強調需要重視當事人的需求，以及尊重他們的主導權。

以上七點就是美國 SAMHSA對於復元的定義。 (Deegan, 1988；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99；SAMHSA, 2012) 。此外，學者 Spaniol、

Wewiorski、Gagne 及 Anthony（2002）也主張復元是一個過程，藉此讓障礙者

能夠將個人與疾病的關係作區分及重新定義，復元能夠促使障礙者自我探索，

復元過程更有助於突破疾病對精神障礙者的限制，而復元的重點在於改善精神

障礙者的態度、價值觀、感受、目標、技巧及角色認同，提升精神障礙者的自

我責任感，使他們能夠自主應對生活困難，重新建立個人身份，在生活上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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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目標。後來，臺灣學者宋麗玉與施教裕（2009）根據美國 SAMHSA 對復元觀

點，作進一步演釋，認為「復元」可理解為「恢復元氣，從頭開始」的意思，

並且強調精神障礙者的自主性，以及精神障礙者可以重新建立個人價值及擁有

具品質的生活，宋麗玉（2013）則認為復元應是讓人重新獲得生命力，找回希

望感，並推動個人潛能持續發展，達到正向結果的過程。 

二、 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要素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對復元的定義與歐美國家的

學者相似，認為復元不僅是消除精神障礙者原來之精神症狀，更應該是一個全

面、綜合性的過程，協助精神障礙者恢復人際社交、在社會上建立個人身份角

色，協助他們實現個人的目標。而根據一份進行了 30 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復元

對於精神障礙者具有重要意義及有效，文獻將有效定義為沒有異常行為、能夠

參與社會、建立人際關係及在社區中生活 ( Desisto et al., 1999 ) 。能讓

精神障礙者達到復元的基本元素包括，尊重、責任、希望、個別化、以人為中

心、賦權及同儕支持，而臺灣學者宋麗玉指出還需要是以精神障礙者為核心，

協助他們接受精神疾病的事實，覺察精神疾病對他們的影響，復元的狀態是讓

精神障礙者不因疾病而感到障礙，使他們能夠回歸社會繼續生活（宋麗玉，

2013；宋麗玉等，2015）。另外，復元也強調精神障礙者的社會參與，重視精神

障礙者的自主性以及權利，這與臺灣的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的精神相似，兩者都

以維護精神障礙者能夠在社區中有尊嚴地生活，推動精障者能夠回歸社會繼續

發展個人生活。另外，同儕支持者不僅能夠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還會與精神障

礙者分享個人的復元經驗，使他們得到更為實際的應對策略以及生活技巧，讓

精障礙達到復元的目標，而美國精神健康運動倡導者 Mary Ellen Copeland 發

展的身心健康行動計劃（Wellness Recovery Action Plan）就是其中能協助精

障礙復元的一個重要工具。計劃會通過「同儕支持」，鼓勵及協助有類似精神障

礙的人士建立團隊，在制定及執行身心健康行動計劃時提供支持以及幫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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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與有類似經歷的人士互動、經驗分享，過程中得到希望及賦權，達到復元

的目的。此計劃讓精神障礙者可以探索和發展個人內在資源，提升個人情緒和

壓力認識，強化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同時，計劃此獲得了美國物質成癮及

精神衛生部（SAMHSA）的認可，因此亦具有一定之專業支持（謝詩華等，2018）。 

綜上所述，同儕支持在西方國家發展悠久，同儕支持方案是一種有別於傳

統藥物治療的服務。而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者的成效亦已得到西方國家實助益，

包括協助他們建立自尊、自信、提升自我效能感與社交能力等，因此，同儕支

持服務的推行是發展為了讓精神障礙者能達到復元狀態重新回歸社會生活。 

三、 同儕支持、同儕支持者與復元關係 

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方案是一種與傳統權威專家指導方式有所不同的服務，

通過同儕支持者與精神障礙者之間的經驗分享和情感支持來建立互助的模式，

使精神障礙者能夠重新找回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發展個人潛能，實現復元的

目標 ( Faulkner ＆ Basset, 2012；Mead ＆ MacNeil, 2006 ) 。在文獻探討

過程中，研究者使用了中文資料庫：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以及外文資料庫如 Sage 

Journals、ScienceDirect、Scopus 和 EBSCO Host 來收集有關精神障礙者同儕

支持的文獻。研究者發現，就文獻數量和研究地區而言，精神障礙者同儕支持

在歐美地區的應用及相關研究比東方地區更為普遍。特別是在美國、加拿大和

英國。研究者在文獻探究過程發現同儕支持源自歐美地區，原因是精神醫療服

務在歐美地區已發展多年，並且逐漸以精神復元為服務方向，同儕支持已被國

外研究證實是一種有效的精神復元方法，根據 Repper 和 Carter (2011) 的研

究顯示，同儕支持服務能夠降低精神障礙者的住院率，並有助於為他們賦權、

提高他們的自尊、建立社會支持網絡、促進個人復元及減少自我汙名化。同儕

支持主要由同儕支持者負責提供服務，他們通過分享個人復元經驗，有助於與

精神障礙者建立互助及互信的關係角色。同儕支持者的功能還包括給予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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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鼓勵、希望感、提升健康管理責任、協助個案與醫療人員進行溝通、精神

疾病衛教，以及在社區推行去汙名化活動等（Smit et al., 2022；Matthew et 

al., 2014；葉錦成，2011）。因此，在歐美地區，同儕支持已成為精神健康服

務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傳統文化和醫療模式下，精神障礙者往往承受醫護人員和社會大眾的負

面態度和歧視，這導致他們對自己形成自我汙名化，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自我價

值和自尊。而精神障礙者的自我汙名化對他們的復元不利 (Knaak, Mantler & 

Szeto, 2017；Perry et al., 2022) 。學者 Barton在 1999年提出精神復健的

三個要素為賦權（Empowerment）、能力（Competency）和復元（Recovery），而

同儕支持服務將這三個概念應用在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上。首先，同儕支持

者通常具有與精神疾病共處或康復的經驗，通過這種經驗，他們能夠與精神障

礙者建立更加互信和正向支持的關係。同儕支持者通過自我揭露、同理和經驗

分享等方式，能夠賦予精神障礙者希望感、改善生活質量並提升自信心，讓他

們學習自我決定的能力，進而提高他們的責任感。此外，同儕支持者還能夠幫

助精神障礙者提升個人能力和生活技能，讓他們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建立社交

關係。當精神障礙者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時，他們便能夠重新融入社會生活，

達到復元的目標（William, 2001；Lloyd et al., 2014；林子堯等，2014）。 

此外，雖然同儕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同儕支

持服務及研究相對較少。然而為了填補這一研究的空缺，學者 Samson 等人

（2017）嘗試在非西方國家進行了同儕支持研究，而研究結果包括：（1）文化

和傳統價值觀會影響同儕支持的推行和被接受程度，例如，非西方國家對精神

疾病的認知、態度和價值觀與西方國家存在差異。（2）在社會支持方面，非西

方國家的家庭、親屬、社區和宗教團體在精神復元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3）

非西方國家推行同儕支持時，相較於西方國家，缺乏資源，這不利於同儕支持

的發展。（4）在非西方國家推行同儕支持時需要考慮文化敏感度，構思出符合

當地文化需求和適應性的同儕支持計劃內容。雖然有文化的差異，但在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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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中，同儕支持在非西方國家也達到了相似的成效。 

綜上所述，精神疾病汙名化對精神障礙者的復元不利，而同儕支持服務能

有效去汙名化，並有助於培訓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通過同儕支持者以

自身「過來人」的經驗，向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經驗分享、情感支持、賦權及

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以達到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過程。 

四、 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者的復元 

通過同儕支持服務能協助精神障礙者避免被汙名化，促進他們的復元過程，

重新建立新生活。因此，同儕支持服務對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十分重要。然而，

綜合文獻（Wunderink et al., 2009；Young, Ng & Pan, 2017；Wood et al., 

2017；黃耀輝等，2018）發現影響精神障礙者復元的主要因素包括：汙名化、

負面情緒及社會功能。例如傳統的華人文化及大眾媒體對精神障礙者的歧視，

可能會讓精障礙者產生負面情緒，影響他們的社會功能，從而降低復元的機會。

同儕支持的重要性在於能夠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通過同儕支持者的經驗分

享，為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情感支持及提升社會適應力，使他們達到復元。復

元的成效在各國已得到實證支持，包括 Burke 等（2018）在英國的研究、

Boothroyd & Fisher（2010）在美國的研究，以及 Fan 等（2019） 在中國的

研究。上述各國的研究均認為同儕支持能夠提升精神障礙者的自我效能感、去

除汙名化及改善他們的社交技巧等，使精神障礙者能夠達到復元的狀態。雖然

臺灣未有同儕支持的研究，但在精神障礙復元的研究上，發現社會支持同樣是

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元的重要因素，例如：家人、朋友及醫護人員等，這些資源

充當著同儕支持者的角色，促進精神障礙者的恢復與復元（黃智玉，2017）。綜

上所述，同儕支持在歐美國家已得到實證支持，精神障礙者服務通過同儕支持

者的經驗分享、賦權及重建社會支持網絡，能夠減低精神障礙者的汙名化，讓

他們達到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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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者的影響 

本章節將分為三個部份，首先探討「同儕支持服務對同儕支持者的影響」，

以瞭解同儕支持對於參與同儕支持培訓的精神障礙者，他們的效果為何。第二

部份則是探討「同儕支持者的培訓指標」，深入瞭解同儕支持者的培訓內容。最

後就是探討「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和去汙名化之間的關聯性」，探究同

儕支持在促進精神障礙者復元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減少精神障礙者所面臨

的汙名化問題。 

一、 同儕支持服務對同儕支持者的影響 

同儕支持服務對精神障礙者的主要效果有四個方面：(一) 改善精神障

礙者的精神健康狀況。(二) 為精神障礙者賦權並提升其能力。(三) 減少

精神障礙者遭受到的污名化影響。(四) 促進精神障礙的復元。 

(一)  改善精神健康狀況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精神障礙者受到的藥物副作用困擾而被減

低。然而通過文獻探討，發現到精神障礙者所面對的困擾不僅是精神

症狀及藥物副作用的困擾，更多的是因為精神疾病汙名化所造成的精

神及情緒困擾，並且汙名化對精神障礙者造成的恥辱感比精神疾病本

來的損害性更大 (唐宜楨、吳慧菁，2008；唐宜楨等，2009；LANCET, 

2022)。因此，精神障礙者的精神健康應得到更多的重視。 

根據學者 Davidson等人（2012）、Van Eck 和 Roesch（2019）、

Felton、Revell 和 Balderas（2020）以及 Silverstein等人（2021）

對同儕支儕的研究發現，同儕支持能夠降低精神障礙者的回診次數以

及住院率，減少嚴重的精神症狀復發，另外，同儕支持還能夠讓精神

障礙者保持穩定的精神狀態，提升他們接受精神健康服務的動機，從

而讓精神障礙者的精神健康得到改善及提升。 

(二)  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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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探討，精神障礙者可能因擔心被汙名化而減少與社會接

觸，導致社交孤立和負面的自我形象。學者 Sarah 和 Samia (2016)、

Nelson 和 Ochocka (2018) 以及 Schuler, Gabriel和 Zisman-Ilani 

(2019) 的研究指出，同儕支持能夠賦權精神障礙者，通過個人或團體

形式，協助他們重新建立人際互動，恢復自信心，進而解決因精神疾

病而受汙名化的問題。 

(三)  去汙名化 

在日常生活中，精神障礙者較常受到精神疾病困擾及大眾汙名化

的雙重壓力，僅依靠藥物往往難以讓精神障礙者回復一般人的生活狀

態，甚至實現個人目標，通過同儕支持服務卻能夠協助精神障礙者去

除汙名化，因為同儕支持服務能夠為精神障礙者提供一個更安全及友

善的環境，讓有類似經歷的人可以互相分享經驗及知識，而同儕支持

者在提供同儕支持服務過程時，會為精神障礙者帶來希望感（hope），

協助他們在社會上重新建立積極自信的角色，學習解難技巧及應對策

略，這有助於讓精神障礙者建立穩定的人際支持網絡，提升精神障礙

者的自我效能感及社會連結。 

(四)  復元 

同儕支持有助精神障礙者跳脫傳統藥物治療「病人」的角色，實

現復元目標 (Solomon, 2004；Davidson et al., 2006) 。同時，根

據研究顯示，相較於未接受同儕支持服務的精神障礙者，接受同儕支

持服務的人自我汙名化程度更低 (Gillard, Edwards & Gibson, 2018；

Eilish et al., 2018；Keown et al., 2020；Gessler & Wong, 2020) 。 

綜合上述，同儕支持服務的成效在於能協助精神障礙者的症狀穩

定、提升健康狀態，並為他們賦權。通過同儕支持服務，同儕支持者

能夠減低精神障礙者的自我孤立，並提加希望感及提升自我效能感，

最終能讓他們精神障礙者在社會上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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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儕支持者的培訓指標  

同儕支持服務中同儕支持者是關鍵的角色，而同儕支持者在歐美地區

發展較成熟，因此本研究將參考美國、加拿大及英國同儕支持者培訓計劃

作為參考。 

根據美國物質成癮及精神衛生部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5) 及相關文獻資料，美國同儕支

持者的培訓要求為：需接受所屬州政府認證的訓練機構提供的訓練、且培

訓時數不少於 40小時才能成為同儕支持者（Peer Support Specialist），

主要培訓內容如下點： 

(1)理論健康知識：學習精神健康 

(2)及成癮問題的相關基礎知識：例如精神疾病症狀、精神藥物等。 

(3)同儕面談技巧：例如復元概念、自我管理、支持鼓勵等，才能為其

他精神障礙者提供鼓勵、復元及情緒支持。 

(4)設立目標及計劃：同儕支持者需要與其他精神障礙者訂立計劃，才

能共同實現復元的目標。 

(5)自我管理及復元策略：例如壓力調適、飲食習慣等，同儕支持者在

學習後才能讓其他精神障礙者學習自我管理及復元。 

(6)社區資源：同儕支持者需要瞭解社區的相關資源配套，以協助其他

精神障礙者尋求相應之資源，例如：復康機構、支持小組等。 

(7)專業倫理：同儕支持者亦有其相關之專業倫理操守，例如保密、案

主自決等，以保障及尊重其他精神障礙者的權利及意見。 

美國的同儕支持計劃會根據不同的地區略有不同，但共同的內容大都以上

述七點為方向，以精神復元為目標，而通過計劃的同儕支持者將在不同的地點

提供同儕支持服務例如：醫院、社區等，美國的同儕支持者亦不限於個人服務，

亦會與醫師、治療師等共同在醫院及社區提供同儕支持服務。 (M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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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Neil, 2006；Davidson et al., 2012；Chinman et al., 2014) 

根據加拿大精神衛生委員會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6) 

及相關文獻顯示，加拿大的同儕支持者同樣需要接受相關同儕支持訓練及通過

考核，而訓練標準是由加拿大精神衛生委員會來制定，培訓時數包括 60 小時課

堂培訓及 20小時的實習培訓，主要培訓內容有： 

(1) 同儕面談技巧：訓練同儕支持者能夠聆聽及理解其他精神障礙者的需

要，並在過程中分享自身的經歷來鼓勵及提供情感支持。 

(2) 訂立目標及計劃：加拿大的同儕支持者亦需要學習如何與其他精神障

礙者訂立復元計劃，協助他們將目標達成。 

(3) 社交技巧及情緒管理：例如溝通技巧、壓力管埋、情緒調節等。 

(4) 提供資訊：同儕支持者需要認識精神復康的相關社區資源，例如：社

區機構、康復小組等，為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更多的資源。 

加拿大的同儕支持者在通過政府或認證的機構單位培訓後，能夠在不同的

地點提供服務，例如：醫院、學校及社區等。 (Farkas & Gagne, 2012；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1；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6；Knaak et al., 2017；Hickey & Chambers, 2018) 

最後就是英國同儕支持者的培訓指標，根據英國精神衛生基金會（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20）及相關文獻資源，英國的同儕支持者訓練內容是由

英國精神衛生基金會負責，基金會亦是由同儕支持者所組成，訂立了名叫同儕

支持網絡（Peer Support Network）的同儕支持計劃，而英國的同儕支持者與

美國及加拿大的同儕支持者一樣需要接受並通過相關認證機構的培訓，且培訓

時數為不少於 70小時的課堂及實習培訓，才可以得到資格認證。 

培訓內容如下： 

(1)理論基礎：學習精神及精神衛生相關的知識，例如：精神疾病症狀、藥

物使用及社會心理因素導致的問題。 

(2)同儕面談技巧：包括學習如果分享個人經驗來幫助其他精神障礙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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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鼓勵及支持、讓他們亦能夠表達想法及感受，以及如何處理其他精神

障礙者的情緒反應。 

(3)溝通技巧及預防二次傷害：學習如何與其他精神障礙者建立信任關係、

聆聽及理解他們的想法，以及學習處理個人或其他精神障礙者在分享經

歷時，可能導致的二次傷害。 

(4)專業倫理守則：例如機構對同儕支持者指引、保密原則等，以保障同儕

支持者及精神障礙者在使用同儕支持服務時的互助關係等。 

英國的同儕支持者培訓計劃會因地區政府或機構單位而有所不同，但主要

內容仍是以上四點為主，並且英國的同儕支持的培訓計劃內容中，訓練時數的

部份相比美國及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時間要求，而通過培訓後，同儕支持者同樣

能夠在醫院、社區機構等單位為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同儕支持服務 (Basset et 

al., 2010；Gillard et al., 2015；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17) 。 

 

為了能更直觀地瞭解三個國家之同儕支持者培訓內容，研究者將上述內容

以表格形式整理，資料如下： 

表 1：西方國家同儕支持者培訓內容之異同 

國

家 

主要認證

機構 
參與資格 課程內容 

訓練 

準則 

通常獲得待遇 

美

國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

ation 

年齡要求 18歲以

上，高中畢業或同

等學歷，過去一年

無濫用藥物或酒精 

理論健康知識、同儕

面談技巧、設立目標

及計劃、自我管理及

復元策略、認識社區

資源、專業倫理 

課堂及實習

培訓，合計

不少於 40小

時 

依據其工作性

質及地區而提

供薪資、醫療

保障、督導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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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Mental 

Health 

Commissio

n of 

Canada 

年齡要求 18歲以

上，有使用精神健

康服務且精神症狀

已穩定，一般審查 

同儕面談技巧、訂立

目標及計劃、社交技

巧及情緒管理、提供

資訊 

課堂培訓 60

小時，實習

培訓 20 小

時，合計 80

小時 

依據工作內容

及時間提供薪

資、醫療保

障、督導培訓 

英

國 

Mental 

Health 

Foundatio

n 

年齡要求 18歲以

上，曾接受及有參

與提供精神健康服

務的經驗，精神狀

態穩定，一般審查 

理論基礎、同儕面談

技巧、溝通技巧及預

防二次傷害、專業倫

理守則 

課堂及實習

培訓，合計

70小時 

依據工作內容

及時間提供薪

資、醫療保

障、督導培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去汙名化之關聯性 

同儕支持服務由接受同儕支持培訓並且具有精神復康經驗的個人提供，即

同儕支持者，而同儕支持者以類似「朋友」般的平等角色來為其他精神障礙者

提供支持及協助，這與傳統的「醫病」權力模式有明顯不同，有助於避免精神

障礙者被貼上精神病等負面標籤，從而減少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同時，同儕支

持服務能夠為精神障礙者得到藥物以外的支持，改善精神障礙者被污名化帶來

的負面影響實現復元。另外，精神障礙者在復元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包括社會支

持、希望感、賦權、生活適應技巧及社區參與，而同儕支持已獲得歐美國家的

實證研究支持（Davidson et al., 2012；宋麗玉，2013）。因此，同儕支持與

精神障礙者復元以及去汙名化的關聯性在於，同儕支持方案培訓同儕支持者，

同儕支持者分享他們的經驗讓其他精神障礙者學習復元概念，並進一步協助精

神障礙者去汙名化，減輕精神疾病汙名化帶來的影響，重新適應社會。 

綜上所述，通過借鑒國外同儕支持服務發展的經驗，研究者發現同儕支持

的目標是協助同儕支持者者達到復元，賦予他們新的身份，讓精神障礙者不再

被定義為「病人」或「被照顧者」等被動角色，通過同儕支持服務幫助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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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重拾自主角色，重新擁有對未來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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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研究者對同儕支持、同儕支持者、汙名化與復元之關係作圖表整理： 

 
圖 1 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去汙名化之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本研究發現，目前精神疾病仍是以傳統醫藥模式來提供服務，導致精神疾

病污名化問題未被解決。精神障礙者因害怕被污名而選擇遠離社會或被社會排

擠，從而失去了應有的基本權利，如參與社會活動或工作就業的權利。在傳統

醫病模式下，這種困擾會持續存在。同儕支持服務的出現，為精神障礙者提供

了重要的情感支持和鼓勵，並建立了支持性的群體，幫助他們克服精神疾病的

污名化問題。通過同儕支持，精神障礙者可以學習如何復元，並重新投入社會

生活。同儕支持者的培訓，使過去接受照顧的精神障礙者能夠成為“過來人”，

以同儕支持者的身份協助其他精神障礙者，形成正向的循環。這一模式有助於

為更多的精神障礙者去除污名，使他們能夠重新適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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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源於研究者在擔任社會工作者期間的觀察，發現精神障礙者在華人

社會中仍然遭受大眾污名和傳統醫療模式的影響，因此常常只能依賴藥物來控

制疾病。當藥物治療無效時，他們只能接受強制住院，這使得精神障礙者的人

權更難得到保障，他們的未來似乎也只能被疾病困擾終生。幸而，研究者在通

過修讀碩士課程和文獻探究，研究者發現同儕支持能夠幫助精神障礙者去污名

化，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使他們能夠重新融入社會，繼續發展個人潛能。

因此，研究者選擇在臺灣進行同儕支持研究，基於臺灣在精神衛生政策、社會

工作服務，特別是康復服務和社區精神衛教方面的相對成熟發展。臺灣擁有一

定數量通過同儕支持培訓的同儕支持者，研究者深信這些同儕支持者能為本研

究提供極為重要的資訊。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質性研究方法來瞭解臺灣同儕支持的發展脈絡及精

神障礙者接受同儕支持服務的經驗。本章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方

法，詳述研究方式、研究架構及研究場域；第二部分為研究設計及資料蒐集過

程，包含研究對象的選取標準、研究工具設計及資料來源；第三部分為資料分

析與研究品質，闡述資料分析方法以及本研究遵循的研究品質標準；第四部分

則為研究倫理，表述本研究之倫理考量以及對研究參與者的保護措施。 

第一節 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研究場域 

本研究旨在通過同儕支持的精神衛生專業人員。例如：社工、心理輔導員、

護理師等來瞭解同儕支持方案的理念及工作方法，同時探究精神障礙者接受同

儕支持者培訓的歷程及去汙名化經驗。研究者通過文獻發現質性研究的工作就

如探險家，對特定的現象及情境脈絡進行探索，藉此來發現新觀點（Stainback 

& Stainback, 1984；Mariampolski, 2001；Lindlof & Taylor, 2019；鈕文英，

2021）。本研究亦非常重視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故選擇以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讓研究參與者描述同儕支持相關的內容及感受，並進一步以主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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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thematic analysis），以瞭解研究參與者對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經歷及去

汙名化的過程。另外，研究者在進行同儕支持的文獻探索時，發現同儕支持在

臺灣的研究短缺，精神障礙同儕支持的研究似乎仍在探索階段，因此，也期待

本研究能發掘到臺灣同儕支持的發展模式與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相關脈絡後，

日後能為臺灣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改善建議。 

一、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取向 

質性研究是一種以描述性及探索性的研究方法，更注重現象的發生及發展

過程（Yin, 2017；鈕文英，2020）。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在臺灣成為同儕

支持者的精神障礙者，然而，同儕支持的起源是西方文化，因此研究者期望能

深入瞭解東方文化下同儕支持的情境脈絡，正如前文所述，在傳統華人文化下，

精神障礙者回歸社會過程可能會遭遇更多困難與挑戰，例如：大眾歧視、自我

汙名化等，故為了更深入地瞭解臺灣同儕支持者的經歷，研究者選擇質性研究

取向，藉此深入瞭解同儕支持在臺灣獨有之情境脈絡，以及同儕支持服務如何

協助他們去汙名化，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等，並在過程中瞭解精神障礙者對

同儕支持的想法、感受以及對他們的意義。以下將進一步說明本研究選擇質性

取向的原因： 

(一)研究之多元性 

建構主義是質性研究的派典之一，其觀點認為真實是多元且不斷

變化的，真實並不像實證主義強調的知識客觀與事實的是單一性，真

實是由多重主體經驗共同建構而成的結果（鈕文英，2021）。故本研究

避免將西方同儕支持知識僵化地應用到臺灣，以避免忽略了臺灣的獨

特及多元的真實性，故研究者選擇以建構主義的觀點，而探索屬於臺

灣同儕支持者獨有之真實經驗，並發現及探索臺灣多元的精神健康服

務。 

因此，研究者選擇以質性取向的研究方法，藉此重新探索臺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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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支持者的真實經歷及特有之情境脈絡，通過深入瞭解同儕支持的全

貌，期望能探索出符合臺灣文化特色的同儕支持服務模式及方法。  

(二)研究之複雜性 

研究對象之複雜性：根據研究者之工作經驗，當精神障礙者在復

元並回歸社區，特別是找到新工作時，他們可能會選擇中斷與機構接

觸或搬家，因而增加了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使得真實情況更難以單

一量化。而質性研究的建構主義，提議研究者可以通過持續辯證研究

過程，以及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影響，能夠探索出多元之真實

（歐宗明，2015）。故為了能深入瞭解研究對象之真實經驗，探索精神

障礙者在接受同儕支持服務及復元的情境脈絡。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作

為研究取向，藉以瞭解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的經歷，深入瞭解

同儕支持的全貎，以此來發掘及探索出多元的同儕支持。  

二、 研究架構：  

根據學者 Lincoln 與 Guba (1985) 的研究表示，質性研究中的建構主義方

法論重視「詮釋」，而詮釋可以通過非標準化方法來進行，並通過反覆分析及辯

證來發現真實意義。因此，研究者為了能夠深入瞭解同儕支持的一線工作人員

及通過培訓成為同儕支持者的精神障礙者的經歷及感受。本研究決定以「深度

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使用非標準化的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身、半結構

式訪談大綱和紀錄工具等，以探索同儕支持的整體發展脈絡。  

三、 研究場域：  

在經過文獻探究、資料蒐集以及與指導老師的深入討論後，研究者得知臺

灣南部存在一個以同儕支持服務為主要目標的機構：高雄心理復健協會。研究

者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場域，研究者在進行本研究前，與該協會的負責人及一

線工作人員進行了兩次研究事前會議，以介紹和解釋本研究的目標，確保所選

場域的獨特性。而本研究之場域高雄復健協會，成立於 1994 年由精神障礙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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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組織而成，是一個非營利機構。該機構致力於精神復康服務，包括精神復康

就業服務、社區精神復健中心及各類型的工作坊。2018 年，該機構開展了精神

障礙同儕支持服務。其獨特性在於同儕支持方案並非依賴政府的自立生活方案

作為主要經費來源，這減低了同儕支持方案受到自立生活方案影響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研究者決定以高雄復健協會作為研究場域。在研究資源有限的狀況

下，這一選擇有助於最大程度地發揮有限的研究資源，使研究結果更深入地理

解同儕支持方案，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更多價值。 

第二節   研究設計及資料蒐集過程  

一、 研究對象的選取及來源：立意選樣 

質性研究在選樣原則上會根據研究需要，針對相關的人物、時間、地點、

事件、活動及行為等進行對象的選樣（Lincoln & Guba, 1985；Patton, 2015；

Lindlof & Taylor, 2019；鈕文英，2020）。故質性研究通常以非概率選樣

（nonprobability sampling）的方式進行，立意選樣（Purposeful Sampling）

便是其中一種方法。 

本研究依據立意選樣的規則，考量研究對象能否提供豐富資訊、時間和其

他因素，選擇了兩類研究對象，即通過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精神障礙者以及具有

精神衛生專業資格的一線工作者。 

(一)參與同儕支持的一線工作者選樣標準如下： 

1. 參與同儕支持工作超過 1年； 

2. 具有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經驗； 

3. 具有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資格(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心理輔

導員等。) 

(二)通過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精神障礙者的選樣標準： 

1. 曾以同儕支持者的身份提供同儕支持服務； 

2. 診斷為精神障礙者或是本研究場域的會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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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有精神科治療或住院經驗； 

4. 精神症狀穩定，能進行面對面的個別訪談； 

5. 能以中文溝通，有適當的口語表達能力及能夠分享個人感受及經

驗。 

研究者在進行資料收集前，與研究場域的負責人及其同事進行了兩次線上

會議，以確保研究資料具有深度，同時顧及研究參與者的特殊性（如精神障礙

者的生活作息及不定期的機構出席時間）。最後，本研究綜合文獻及與研究場域

的討論建議，決定採用立意選樣作為本研究的選樣方法，於臺灣某精神復健協

會進行研究選樣，在確保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後，約定訪談時間及地點。研究

以半結構訪談形式進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研究參與者分別為同儕支持的一線

工作人員以及通過同儕支持培訓的精神障礙者。一線工作人員的訪談方向以參

與同儕工作的經驗、同儕支持方案的理念架構以及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去汙名

化的觀點；而同儕支持者的訪談方向包括日常生活中因疾病而被汙名化的經驗、

參與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經驗以及作為同儕支持者提供同儕服務及去汙名化的經

驗。訪談時間約為 60 分鐘，訪談過程同步進行錄音，並以逐字稿來進行後續的

研究分析。 

本研究最終蒐集了八位研究參與者，包括六位同儕支持者及兩位從事同儕

支持工作的社工。由於本研究場域內負責同儕支持工作的都是社工，因此選擇

了這兩位社工作為研究對象。另外，為保障參與者的隱私，本研究在進行資料

編碼時，將不使用研究參與者的真實姓名，而是以代號進行研究編碼。 

(三)負責同儕支持工作的一線工作者：社工（兩位） 

同儕支持方案在與傳統醫療模式相比，對待精神障礙者的方式上有顯著不

同，同儕支持工作人員更注重瞭解精神障礙者的生活經驗及復元歷程，並與他

們建立平等而非權威型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最終選取了兩位社工作為研

究對象，以下為兩位社工的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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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對象一線工作人員基本資料（Ｎ：２） 

編碼 性別 職稱 
同儕支持

年資 
年齡 專業背景 

同儕支

持者培

訓經驗 

曾訓練

的同儕

支持者

人數 

小庭 女 外展社工 一年半 45 
護理、 

社會工作 
是 九位 

阿慈 女 方案社工 兩年 24 社會工作 是 六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通過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精神障礙者：（六位） 

本研究目的在於深入了解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計劃的歷程。為實

現此目的，研究採用個別訪談的形式進行。選樣條件包括：受訪者需具備

良好的中文理解及表達能力；有三年以上的精神康復治療經驗；已通過機

構提供的同儕支持培訓；並以同儕支持者角色提供服務三個月以上。因同

儕支持方案不同於傳統醫療模式，本研究通過深入探討研究參與者對同儕

支持方案的詮釋，來了解該方案對他們生活經驗的影響。這些同儕支持者

的詮釋將有助於豐富本研究的結果。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化名水公司）

較不善於接受個別訪談，故需要工作人員從旁協助。為了徹底了解水公司

的真實想法，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會與工作人員核對訪談內容，並向機構

了解水公司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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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對象精神障礙者的基本資料及疾病相關資料（Ｎ：

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研究工具 

(一)  研究者的反思 

Lincoln與 Guba (1985) 及鈕文英 (2021) 表示，質性研究中研究者

以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優點包括：能夠更敏銳地感受到研究對象與研究場

域的線索、研究者不用受到事先設定的資料限制，可以同時蒐集多種層次

之資料、在蒐集資料過程中能即時及全面地探究研究之情境脈絡，以及覺

察到研究對象言語表達外之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最後研究者能

夠在蒐集資料過程中與研究對象進行資料澄清或擴充資料。誠如本研究之

開端，研究者自 2016 年大學畢業後便投身社會工作助人專業，在大學時期

已在不同的社服單位接受超過一千小時的社會工作實習，因此已累積與不

編

碼 

性

別 

精神健康

狀況 

接受治

療時間 

年

齡 

通過同儕

支持培訓 

同儕支持

者時間 
提供的同儕支持服務 

智 男 躁鬱症 9年 
30

歲 
是 半年 電話訪談 

水 男 憂鬱症 24年 
36

歲 
是 一年 家訪、網路廣播 

嬿 女 躁鬱症 6年 
41

歲 
是 一年 

家訪、網路廣播、校園

分享、陪同就醫 

麥 女 思覺失調 27年 
51

歲 
是 一年半 

電話訪談、網路廣播、

校園分享、陪同就醫 

陳 女 思覺失調 37年 
55

歲 
是 三年 家訪、網路廣播、代工 

朱 男 思覺失調 36年 
57

歲 
是 三年 校園分享、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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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服務對象接觸及建立專業關係的經驗，同時在工作期間亦不斷修讀與精

神健康相關之培訓以及接受督導教導，在進入研究所後，研究者不單繼續

學習精神健康與復元相關之課程，另外亦修讀了倫理學及人權公約之課程，

以建立及培養對社會現象的敏感度及批判性，並且能夠通過不斷的學習及

自我省思，研究者更感受到去汙名化與精神復元對精神障礙者的重要性，

傳統藥物治療精神疾病的單一處遇方式需要被改善，加入更多的角色以提

升精神健康服務的多元性，以此才能真正滿足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讓他

們能夠突破疾病的障礙，踏上復元之路。 

另外，本研究之研究主要對象是精神障礙者， 在澳門工作期間已累樍

精神復康接近三年的工作經驗，因此有信心能夠跨越地域的不同，繼續與

臺灣的精神障礙者建立專業關係，同時本研究並非研究者一已之力可以完

成，過程中亦會不斷與指導老師進行請教及討論，時刻對研究內容進行省

思與辯證，讓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達到共享建構，使知識得以有意義的延

伸，達到建構主義詮釋之觀點（鈕文英，2021）。 

最後，研究者認為是次研究，可以讓研究者學習到更懂得以謙卑的角

色提供社會專業服務，而不再單一是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接受者的階級角色，

同時運用積極聆聽、尊重等社會工作技巧，並藉由持續的反思與辯論，相

信研究能有助於瞭解精神障礙者對同儕支持的詮釋。 

(二)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根據文獻（Bernard,2018；潘淑滿，2018；鈕文英，2020），質性研究

較常使用半結構式訪談來蒐集研究資料，原因是半結構式訪談具有對訪談

內容的彈性調整能力，使研究者可依據研究目的預先規劃訪談方向。而本

研究之相關研究資料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因此較適合以半結構訪談來聚焦

僅有的研究參與者上，另外臺灣的精神障礙同儕支持的研究相對匱乏，又

因精神障礙者去汙名化的過程多元而獨特。因此，研究者選擇以半結構訪

談，使訪談過程具有足夠空間彈性來獲取豐富及深入的研究資料。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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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研究參與者的獨特性適合使用半結構訪談，訪談大綱將區分同儕支

持工作人員及同儕支持者兩部份。第一部份：同儕支持工作人員的訪談大

綱內容：個人基本資料、選擇參與精神康復範疇的原因、助人工作經驗、

對同儕支持方案的看法與感受、同儕支持方案協助精障礙去汙名化的觀點、

以及同儕支持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及建議。第二部份：同儕支持者的

訪談大綱內容：個人基本資料、精神健康狀況及治療經驗、參與高雄心理

復健協會同儕支持培訓的動機及期望、成為同儕支持者的原因及目標、提

供同儕支持服務的過程及經驗心得、對同儕支持方案的建議與回饋，以及

同儕支持對去汙名化的作用與影響。 

綜上所得，本研究將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以因應研究參與者的獨特

經驗。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會提早將訪談大綱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形式提

供給研究參與者，並根據訪談當日的狀況及研究參與者回應作延伸訪談。

半結構訪談的時間約 60至 90分鐘，訪談地點以研究參與者方便為主，並在

取得知情同意後才使用錄音工具紀錄訪談內容，讓訪談過程能聚焦研究目

標也能保障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權，以及確保研究資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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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工作人員版本） 

1. 基本資料： 

1.1 請問您在現在的協會工作了多長時間?  

1.2 請問是那些原因讓您選擇接觸精神障礙者，以及選擇現在的地方工作? 

1.3 您在精神康復領域的工作經驗有多長的時間以及您現在的年齡? 

2. 對於同儕支持方案的觀點 

2.1 請問您過去有接觸同儕支持方案嗎?可以分享您在推動同儕支持的一些

想法或感受? 

2.2 請問您覺得同儕支持方案與您過去接觸的精神復健方案有甚麼不同? 

2.3 請問您日常是如何執行同儕支持方案，您認為協會需要繼續推動同儕支

持發展嗎? 

2.4 請問您如何評估那些類型的精神障礙者適合成為同儕支持者? 

2.5 請問您覺得同儕支持方案對於精神障礙者有那些改變? 對精神障礙者的

意義或價值為何? 

2.6 請問您目前在同儕支持方案中負責的部份有那些?協會現在有雇用同儕

支持者嗎? 

3. 對於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觀點 

3.1 請問您如何理解精神障礙去汙名化? 

3.2 請問您認為同儕支持方案與精神障礙者的去汙名化的意義與價值為何? 

3.3 請問您如何理解同儕支持方案對同儕支持者去汙名化的幫助? 

3.4 請問您如何培訓同儕支持者?例如主要的培訓內容有那些? 

4 對同儕支持方案的建議 

4.1 在推動同儕支持方案時曾遇過那些挑戰? 

4.2 您認為有甚麼方法能夠改善同儕支持方法遇到的困難? 

4.3 您對於同儕支持的發展有那些想法或建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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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同儕支持者版本） 

1. 基本資料：年齡、過往患病經驗、接受傳統藥物治療經驗 

2. 參與同儕支持計劃的角色、經驗 

4.1 您在成為同儕支持員之前，有參加其他精神復元的培訓嗎？是甚

麼呢? 

4.2 請問您選擇成為同儕支持員的因素有那些? 

4.3 請問您認為同儕支持員需要具備那些要素? 

4.4 請問您成為同儕支持員多長時間了，有那些原因讓您繼續擔任同

儕支持員呢? 

3. 對同儕支持計劃的建議 

3.1 請問您認為需要接受那些訓練才能成為同儕支持員? 

3.2 在成為同儕支持後，機構提供那些資源來讓您發揮同儕支持員角

色功能呢? 

3.3 請問您成為同儕支持員後，有符合您原來的期望嗎? 

3.4 請問您認為同儕支持對您有那些改變? 

4. 同儕支持與去汙名化之關係 

4.1 請問您對於精神疾病汙名化的理解是怎樣? 

4.2 請問您有因精神疾病而被汙名化的經驗嗎? 

4.3 請問成為同儕支持員後，對於去汙名化有何幫助?能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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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過程與紀錄方式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訪談前，分別與高雄心理復健協會（雄棧中心）的

主管及相關工作員進行了討論，並解釋說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及研究目

的，同時提供半結構訪談大綱以供參考。並在討論後，研究者請求協會工

作人員推薦符合研究對象的同儕支持者以及安排訪談時間。在正式訪談當

天，研究者會再次解釋說明研究之主題及目的，並讓每位研究參與者簽署

「訪談同意書」，同意書內容包括訪談將用到錄音工具。原則上訪談時間約

一小時，但根據研究參與者之意願、個人表達能力及分享深度作彈性調整。

另外，研究者會在訪談過程中進行筆記，以保障訪談資料之完整性，同時

亦會與研究參與者對內容進行核對，以確保研究資料之真實性。 

質性訪談時可使用的紀錄方式包括：錄音、錄影、拍照及實地筆記，

然而錄影及拍照對研究對象的干擾性較大（Lincoln & Guba, 1985；

Marshall & Rossman, 2016；鈕文英，2021），所以研究者選擇使用以下的

紀錄工具： 

工具一：錄音，以增加訪談過程內容的清晰及完整性，同時錄音工具

相較錄影工具，對研究對象的干擾性較低。 

工具二：訪談筆記，研究者在訪談中會使用訪談筆記作為補充，彌補

錄音無法蒐集到的簡易觀察資料，例如訪談過程的情境脈絡或印象深刻的

資料，同時實地筆記可以避免錄音器材突然故障或電量不足的問題。 

工具三：謄寫逐字稿，研究者將錄音檔案謄寫成文字，謄打過程會結

合實地筆記的紀錄內容，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完整性。 

總結而言，研究者會使用錄音工具、實地筆記及謄寫逐字稿作為紀錄

工具，以增加研究資料的豐富性及可靠度，這些方法能讓研究者深入瞭解

研究參與者的經歷及情境脈絡，同時在資料分析階段提供更多的提示和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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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與研究品質 

一、 資料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的分析方式可依據複雜性分為描述性、解釋性及理論發展三

個方法，描述性的資料分析方法顧名思義僅進行描述而較少進行分析，而

理論發展一般會以紥根理論作為代表，通過描述及解釋後，將資料轉化成

一種新理論，然而當研究場域在偏遠地區時，例如本研究場域在臺灣南部，

研究者卻身處臺灣北部，便需要龐大的時間及經費來進行資料收集及分析

（Maykut & Morehouse, 1994；鈕文英，2021）。故研究者在不放棄研究分

析，同時考量研究資源的合理分配下，決定以解釋性的資料分析方法來進

行研究分析。 

解釋性分析方向在於研究者對資料進行描述的同時，也會對資料作進

一步之分析，同時解釋性分析取向也是較為多質性研究者所使用，當中又

以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作為代表。故本研究將以主題分析法

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方法。詳細原因有二：研究將通過訪談臺灣提供同儕

支持之機構及工作人員，在瞭解他們的想法、感受及真實的內在經驗後，

研究者必須對資料進行分析而不僅僅是描述，才能瞭解同儕支持方案在臺

灣的獨特面貎。另外則是，本研究另一個目的是瞭解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

支持者培訓的經歷，故研究者需要對蒐集資料進行歸納及整理，才能達到

深入瞭解之程度。故本研究運用主題分析法，將蒐集資料進行整理、分析

及歸納，讓研究者能夠深入瞭解特定研究主題之情境脈絡及真實意涵。 

主題分析法的步驟包括：謄打逐字稿、開放式編碼（Coding）、建立主

題以及撰寫報告（高淑清，2008；鈕文英，2021）。詳細執行步驟如下： 

(1) 謄打逐字稿 

將訪談錄音資料謄打成逐字稿，並將同儕支持相關的內容作標記，

例如：訪談過程的氛圍、研究參與者的語氣、態度、身體語言等，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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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訪談筆記以及反覆閱讀，來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及發現研究主題。另

外，研究者也會把資料進行匿名處理，以保障被訪者的隱私。 

(2) 開放式編碼 

研究者將通過反覆閱讀及聆聽訪談資料，梳理訪談資料中的重要

訊息並加以標記，建立初步編碼。 

(3) 建立主題架構 

研究者將各種開放式的編碼進一步進行整理及分類，以發掘其中

的意義，並建構能夠回應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的核心主題，研究者將

資料進行分類、分段及歸納後，以建立更具意義的研究資料。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主題分析作為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方法，通

過資料編號、謄寫逐字稿、開放式編碼及建立主題架構，並結合研究

者自省以及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以發掘精神障礙同儕支持在臺灣發

展的真實面貎。 

二、 研究品質 

根據學者 Lincoln 與 Guba (1985) 與鈕文英（2021）指出，質性研究

的品質不應以量化研究的信度及效度來評價，質性研究的品質應依據其派

典，例如：建構主義、批判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理論派典進行評價，而本

研究將以建構主義作為研究品質標準，包括：可信性（credibility）、可

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 dependability）及可確定性

（confirmability）。 

(1)可信性（credibility）：研究者需要讓研究資料具多元觀點，因此，研

究者首先以半結構訪談問卷確保研究具有一定的架構及豐富度，同時通

過反覆提問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內容對研究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增加研究

真實性。另外，在訪談過程研究者會使用訪談筆記來記錄研究參與者的

非口語內容、語氣態度及訪談氛圍等，確保研究資料的完整性。最後，



doi:10.6342/NTU202401391

44 

 

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也會記錄訪談中較為深刻的片段。 

(2)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研究者需要提供足夠多的資料，來讓其

他研究者決定研究結果能否適用於其他情境或群體，因此，在進行研究

分析時，研究者會通過反覆閱讀以及聆聽訪談錄音，輔以訪談筆記，盡

可能多地發掘與本研究目的及問題之關聯性資料，讓本研究符合可遷移

性的標準。 

(3)可靠性（dependability）：在質性研究中是指研究設計及研究發現是否

能讓其他研究者作後續參考，研究資料與研究結果是否一致。因此，研

究者藉由親自訪談、半結構訪談大綱、錄音工具、謄寫逐字稿及訪談筆

記，來確保研究所蒐集到的資訊及研究結果具一致性。 

(4)可確定性（confirmability）：在質性研究中是指研究結果是否有充足

的資料作支持，而不是研究者的主觀想法。因此，研究者會撰寫研究分

析備忘錄，並結合訪談筆記進行交叉比對，除了有助研究者回憶訪談真

實情景，也能確保研究資料的完整及真實客觀。研究者通過反覆閱讀研

究資料輔以訪談筆記，並將研究資料呈交指導老師進行督導，通過指導

老師的回饋，來啟發及釐清研究者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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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將嚴格遵守以下研究倫理規範（潘淑滿，2018；鈕文英，2020）： 

一、 知情同意原則 

研究者會以誠實、不隱瞞的方式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並在在研究開始前

會自動告知個人身份及本研究目的，同時亦會說明研究的效益與可能出現的風

險，當研究者確認研究對象對本研究知悉，包括：研究會使用錄音及實地筆記

的工具後，研究者會提供訪談同意書讓研究對象再作確認及簽署，而在研究過

程中，研究對象亦有權力在任何時候提出中止研究，通過以上方法來保障研究

參與者的權益。 

二、 匿名與保密原則 

研究者會將研究對象資料給予代號或假名，避免被他人辨識，保障研究對

象之隱私，同時，匿名方式亦會徵求研究對象的意見，讓他們檢視是否還會有

被識別身份的風險。而在研究開始前，亦會主動告知研究對象提供的資料僅供

學術參考，並不會被其他人隨意使用。 

三、 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傷害及補償原則 

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會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以及認真考量研究是否會

造成研究對象受傷，以及研究是否合乎道德。另外，研究者會尊重研究對象的

權利，包括研究對象有權提出中止或暫停研究，即使研究對象簽署了知情同意，

若在研究過程發生重大改變，或造成非預期傷害時，研究者會立刻暫停研究行

為，以及發覺和移除造成的傷害，並採取補救措施。而為了回饋研究對象的付

出與貢獻，研究者將在合理範圍內提供物質回饋，讓研究對象直接受惠。同時，

在進行研究前，亦會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究的預期成果及實用價值，達到間接

受惠的公益目的。 

四、 確保研究參與者擁有資訊及獲知結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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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開始前，研究者會確保研究參與者瞭解本研究之主題、目的、研究

可能出現之風險以及他們自身的權益，以確保研究參與者擁有足夠的資訊。

另外，研究者會主動提供本研究之最終結果，以確保研究具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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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在接受同儕支持方案後，不僅提升了病識感，還

在過程中恢復了自信心、提升了工作能力、重建了社交網絡，同時也增加了社

會參與，從而減少精神疾病的汙名化。本章節將分為五節進行討論：首先，介

紹同儕支持方案在臺灣的概況，深入探討其實踐及最新發展情況；其次，探討

精神障礙者在臺灣的去汙名化歷程，瞭解其汙名化經歷及同儕支持對去汙名化

的影響；第三，探討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的經驗，研究其參與動機及對同

儕支持的意義；第四，深入瞭解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的復元經驗，探討

其對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目標、期望及個人感受，以及同儕支持對其復元的影響；

最後，通過一線工作人員的回饋，探討在臺灣推動同儕支持所面臨的挑戰及發

展限制。 

第一節 同儕支持在臺灣的概況 

本研究選定高雄心理復健協會作為研究場域，該協會自 2020 年開始推行同

儕支持方案，協會理念是推動精神障礙者的精神復元。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方

法，通過對同儕支持方案的一線工作人員（社工）及精神障礙者進行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研究發現台灣的同儕支持模式理以精神復元為理念目標，通過完成

同儕培訓的精神障礙者來提供同儕服務，其工作模式與傳統社會工作模式有相

似之處，包括需要進行招募、評估以及提供訓練。本章節共分為三個段落，以

「同儕支持者招募」、「同儕支持者培訓及支持」以及「同儕支持的工作內容」

作討論，最後研究者也將對本章節內容進行小結。 

一、 接案與評估：同儕支持者招募 

(一)社工在同儕支持方案的工作程序：接案 

在推行同儕支持方案前需要招募精神障礙者作為參與者，而社工便需

要進行接案，並且在接案後再對個案進行評估，以篩選出適合成為同儕支

持者的精神障礙者，因此，如何招募同儕支持者成為了同儕支持方案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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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內容之一。同儕支持者首先需要通過社工的接案程序，而高雄心理協會

的個案來源主要由政府單位轉介，以及社工所屬的協會對其內部會員進行

初步篩選而得。 

「就是我會經過評估，然後比如說，就是高雄市政府有給予我們雄棧

一些個案，然後我會經過初步篩選，然後再會去選擇，再進去案家，

那在進去案家的時候我也會再看，那這幾個案家，我會看我們裡面未

來可以有成為同儕支持員的人，我希望他們可以藉由自己的故事去感

動人家，我是這樣子做的。」（小婷） 

 

「基本上，我們工作人員會有一個心目中某些我們覺得潛在可能有潛

力的個案，我們會盡可能去邀請希望他們上一些復元課程，這種這樣

可能會比較適合。我們目前挑選的同儕是這邊的個案。」（阿慈） 

 

「在會所我還是會一樣依他們的特性，如果他們對話很可以我就會先

讓他們去做電訪，先從雄棧的會員，就是先從熟悉的人下去做電訪。

會給一些 paper、然後一些流程、然後怎麼去說，但是如果是非會員，

一樣也是會有非會員的一些對話的流程。」（小婷） 

 

(二)社工在同儕支持方案的工作程序：評估 

當精神障礙者通過初步篩選後，社會將依據精神障礙者個人的復元歷

程以及對於復元認識的程度來對精神障礙者進行進一步之篩選，例如：復

元經驗、是否曾接觸同儕支持服務、是否參加過疾病管理與康復（Illness 

Management and Recovery Course）IMR 課程或相關的精神健康復元課程。 

 

「如果他沒有上到 IMR 也是可以，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什麼叫做復元。

那我們的操作，就是他們有經過這些復元課程的訓練，比如說 IMR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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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復元課程，之後我們會再做評估，然後再根據他們的經歷選擇適

合的人去做同儕支持員。」（小庭） 

 

「我們這邊初步是一定會先從他的背景，就是比如說他之前曾經有過

同儕、曾經自己執行過同儕服務，然後或者是他有上過 IMR 課程或復

元課程，就是他可能曾經上過什麼課程，然後去做一些初步的一個分

類這樣子，那實際執行的話，就會先從背景出發之後。」（阿慈） 

二、 社工在同儕支持的角色功能：同儕支持者培訓及支持 

在同儕支持方案中，社工的角色不僅限於提供諮詢服務。社工在同儕

方案中扮演著兩個重要的角色：培訓者和支持者。社工作為培訓者，為精

神障礙者提供培訓，使其能夠成為同儕支持者。當精神障礙者通過培訓後，

社工則以支持者的身份，給予精神障礙者希望和鼓勵，促使他們繼續在同

儕支持的角色中發揮作用，並幫助其他精神障礙者。 

(一)同儕支持方案中的社工角色：培訓者 

在高雄心理復健協會中，同儕支持方案的培訓工作由社工負責。社工

在接案並對個案進行評估後，會為通過評估的精神障礙者提供同儕支持培

訓，使他們具備提供同儕支持所需的知識和能力。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

電話訪問訓練、溝通面談技巧訓練、復元知識、IMR 康復知識、家訪訓練、

心理衛教及職能復健知識。由於高雄心理復健協會的大多數精神障礙者在

加入協會前，已參加並完成相關復元知識的培訓，再加上人力資源的限制，

同儕支持者的培訓通常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因此，社工在培訓工作上主

要針對精神障礙者在同儕支持實務方面的技能，包括電話訪問、家訪及復

元宣導。每位同儕支持者的培訓計劃都是根據個別需求量身訂做的。此外，

當精神障礙者以同儕支持者的身份提供服務時，社工會根據服務內容提供

相應的工具和輔助。例如，在電話訪問時，會提供記錄表格，在家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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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社工會親自帶領同儕支持者前往受訪者家中。經過一段時間的經驗積

累後，同儕支持者將能夠獨立進行家訪並匯報工作成果。這樣的培訓和支

持機制，確保了同儕支持者在提供服務時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並促進了精

神障礙者的復元和社會適應能力。 

 

「我還是會一樣依他們的特性，如果他們對話很可以我就會先讓他們

去做電訪，先從雄棧的會員，就是先從熟悉的人下去做電訪。電話訪

談前會給一些 paper、然後一些流程、然後怎麼去說的流程。家訪一

開始就是你跟我去。一定都是你跟我去，最後會演變成你跟我去我先

講，再來就是你跟我去你來講，最後就變成你自己去。」（小庭） 

 

「基本上復元培訓課程的話就是由我們剛剛那個督導，督導他自己因

為有這樣的背景所以他自己就來上這樣，基本上需要提供復元的課程

以及 IMR 的課程，因為你必須先對自己的疾病有所了解嘛，然後一些

基礎的知識架構啦，然後會再讓他們在電訪之前，跟他們練習這件事。

在培訓的層面上的話，我就是按照、就是我自己培訓的流程 SOP 可能

需要一些課程的架構或者是什麼的、或者是在他們實際的電訪當中給

予一些技巧上的指導這樣子。」（阿慈） 

 

「吳主任會出一個題目或出兩個題目叫我們自己回家寫，寫好以後給

吳主認看，比如說生命的歷程啊，未來的規劃。叫我們寫文章，訓練

口才。」（朱） 

 

「就是在電訪之前我們有情境演練，比如說就是請兩三個人，比如說

我是訪談者，然後他是被訪談者，然後他就開始回答他的內容，我們

可以做一個情境演練，不要先打電話，這樣有點操之過急。就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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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所以我覺得這個情境演練很重要。」（智） 

 

「吳主任會出一個題目或出兩個題目叫我們自己回家寫，寫好以後給

吳主認看，比如說生命的歷程啊，未來的規劃。叫我們寫文章，訓練

口才。」（朱） 

 

「他們會外聘請高醫的小老師、職能復健師、還有社工來做這邊的老

師，還有老師的復健團體、衛教課程、護理指導。」（麥） 

 

「復元課程就是最基本的，一定要上到復元課程，復元課程上完之後，

你必須要再經過練習，就是電話訪談，然後再來就是跟我去做家訪，

然後也是從你聽我說，然後最後再來就是變成我聽你說，最後就是你

自己去做，就不會是在有社工在身邊陪伴在做。」（小庭） 

 

「我覺得社工角色是作為培訓者，我在培訓的層面上的話，我就是按

照、就是我自己培訓的流程 SOP，基本需要復元的課程以及 IMR的課程

因為你必須先對自己的疾病有所了解嘛，然後一些基礎的知識架構啦，

然後會再讓他們在電訪之前，跟他們練習這件事，在他們實際的電訪

當中給予一些技巧上的指導這樣子。」（阿慈） 

 

(二)同儕支持方案中的社工角色：支持者 

社工在不同的工作場域中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功能，研究者發現社工在

同儕支持方案中的主要角色分別是：培訓者與支持者，培訓者為精神障礙

者提供同儕支持的培訓，支持者的功能則是社工在提供指導及培訓的同時，

也會與精神障礙者建立穩定的專業關係，成為他們的支持者，通過支持、

鼓勵讓他們能夠感受同儕支持的過程，包括當中的挑戰與錯誤，從而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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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復元。 

 

「我覺得我是他們的一個支持者，我不會去否定叫他們不做或做下

去，我希望就是他們可以感受到這個復元歷程，復元的歷程沒有對

與錯，當中帶給他們什麼樣的感動與回饋才是重要的，我覺得我應

該是他們的支持者。」（小庭） 

 

「再讓他們在電訪之前，稍微讓跟他們練習這件事情，因為他們也會

跟我們說他們的困擾，那我們可能就是針對他的困擾去跟他說那、你

可能怎麼樣解決，例如以一個比較自然的方式去跟對方對話會比較好，

給一些鼓勵這樣。」（阿慈） 

 

「最後便是當個案通過同儕支持的評估、培訓以及實習後，協會是會

聘請個案繼續以同儕支持者身份提供同儕支持服務。而高雄協會的同

儕支持發展至今，目前雇用了十九位的精神障礙者來提供同儕支持服

務。目前，目前我手上的同儕支持者，我手上的大概有四位。」（小庭） 

「目前是十五位。但是十五位是因為、有些人是做電訪、有些人做同

儕服務是家訪、有些人做的是陪同就醫。」（阿慈） 

 

三、 精神障礙者在同儕支持的工作內容 

同儕支持者工作的主要內容包括家訪、電話訪問、以及復元宣導的三

個部份，而復元宣導包括通過網絡上的電台廣播及實際到訪校園進行復元

經歷分享，高雄協會根據工作內容給予支薪。同儕支持者通過家訪和電話

訪問，為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情感支持及實際幫助。而通過電台廣播和校

園分享，同儕支持者敘述自己的精神復元歷程，提供正確的精神健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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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升社會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減少大眾污名化的問題。此外，高雄協

會邀請同儕支持者擔任同儕培訓的帶領者，每週與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士開

展以復元為主題的團體活動。這些活動目的在於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

並減少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影響。 

 

「就是家訪，社工一開始問我要不要去家訪看看其他的病人，然後帶

我去家庭拜訪那些病人，才開始做同儕支持的。」（水） 

 

「兩個人一起去家訪，然後去到別人家裡要注意，都不能說是我要吃

什麼，要吃甚麼，連他們請我喝水不行，有一次家訪發現那個人需要

電鍋、草席、電風扇，就機構剛好有，社工就開車載去他家給他。然

後我們還有 podcast， podcast也是在這裏做。」（陳） 

 

「我目前參加的同儕支持有給薪的就是電訪。我就問說啊那如果這樣

打電話很好賺，是不是打五通電話就有 176 元，他說是。打給每個精

神康復者都有。」（智） 

 

「那個時候是叫做電話關懷志工，我也參與電話關懷志工，電話關懷

是有經費給我，但是就算沒有經費，其實我也是會去做。我也有去參

加過校園分享。然後我還有當那個 podcast 的主持人呢，益龍老師推

薦我當主持人，而且因為我選擇自己一個人講，我一集可以賺兩千九

呢，很好賺。」（麥） 

 

「我一進來我就有跟他們說我想錄 podcast，但當他們幫我錄 podcast

的時候我會害怕。但現在我已經錄了第二張的 podcast，而且已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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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到雄棧的那個網頁嘛。所以我就真的很開心可以跟別人分享關於我

在這邊的努力。」（嬿） 

 

「我在這邊的時候家芬主任不斷叫我參加校園分享，就是分享我的生

命故事，就是到校園分享。」（朱） 

 

「我會說你是用同儕支持者身份去家訪，然後你去看工作的環境，啊

你幫我拍照。還有就是我會問他去家訪時應該怎麼做，他會說問他的

現況，他就會開始案家最近過得怎麼樣、在做什麼。最後，我會跟他

講說，那之後你就是用這個方式進行家訪，每次去你就每次拍照回來

寫紀錄。」（小庭） 

 

「有些人做同儕服矝是做電訪、有些人做同儕服務是家訪，所以為什

麼會有這麼多位同儕支持者是因為不是都在做電訪這件事情，目前只

有大概五到六位是做電訪。」（阿慈） 

 

「上課培訓哦、老師負責上課也有，然後那個社工來安排的上課也有，

我們也會負責上這裡的課程，雄棧的課程是一個禮拜安排一次。」（嬿） 

 

「家訪一開始一定都是你跟我去，最後就變成你自己去，那之後你就

是用這個方式，每次去都需要拍照回來寫紀錄，問問他的現況，然後

他在做什麼。」（小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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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在臺灣的去汙名化歷程 

本段落將深入探討精神障礙者在臺灣被汙名化的經歷及其去汙名化的歷程，

進一步了解精神障礙者對於汙名化及同儕支持去汙名化的觀點。此外，本段還

將探究精神障礙者在面臨汙名化時的經歷，以及通過同儕支持進行去汙名化的

過程。根據文獻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障礙者容易受到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周

月清，2018；黃伶蕙等，2018；王育瑜，2018）。研究者通過研究參與者的敘述，

本研究發現，臺灣的精神障礙者同樣面對精神疾病汙名化的困擾。然而，研究

同時發現，同儕支持方案能夠有效減少精神障礙者的汙名化問題。具體而言，

通過同儕支持者的支持、經驗分享和情感支持，精神障礙者在參與同儕支持服

務後，其汙名化經歷的負面影響有所減輕。 

一、 精神障礙者對汙名化的觀點 

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對精神疾病汙名化的理解包括外在汙名化和自

我汙名化。外在汙名化主要是負面標籤、刻板印象以及他人的指責，而內

汙名化則體現於自我責備及精神狀症的影響。通過研究參與者的描述，本

研究能更深入瞭解精神障礙者的感受及處境，以及他們對汙名化的看法。  

 

「就讓大眾就是讓大家、讓人們對精神疾病有一個恐懼感，簡單說

就貼標籤，就覺得說他是隨機殺人犯，隨機殺人魔。」（智） 

 

「所謂的汙名化就是就像我說的，那些新聞報導，報導那些會殺人、

會害人、然後會自殺的那些、那些那些那個叫污名化。他們凈都去

報導那一些負面，啊就等於把我們這些有來參加這個精神社區復健

中心的學員，把我們汙名化了。」（麥） 

 



doi:10.6342/NTU202401391

56 

 

「汙名化就是精神病這一塊，就是會覺得我們會攻擊人，只要一聽

到是精神病就是攻擊人。」（嬿） 

 

「外在汙名是別人給我們的話，外在就是外面的人。內在汙名是我

們自己，自己內心罵自己的。內在的很多，大部分都是內在汙名比

較多，因為疾病令他們連話都不講。」（陳） 

 

「明明是假的也講得跟真的一樣，那人家就以訛傳訛便以為是真的，

其實都是都是假的。」（朱） 

 

「家訪時希望他們能走出來啊，不必再、再躲在家裡或是幹嘛，但

有些人回我還是待在家裡就好。」（水） 

 

二、 精神障礙者汙名化的經歷 

根據研究參與者的敘述，精神疾病污名化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深遠的

影響。他們經常被貼上負面標籤，因病情而遭到他人指責和排斥，失去工

作機會，甚至導致婚姻破裂和自我責備。這些負面經驗不僅影響了他們的

心理健康，還損害了他們的情感關係。研究者對這些訪談資料進行歸納和

分析，揭示了污名化對精神障礙者實際生活的影響。具體來說，污名化對

他們的個人心理、情感關係以及社會適應能力造成了顯著的負面影響，而

對他們造成汙名化的人物則有家人、同學、鄰居、教會、同事以至社會媒

體。  

 

「因為我是基督徒，我去教會他就叫我不要再來了，他都叫你不要再

來，然後他還把我把那個大門鎖起來，我去那邊的時候他們在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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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裡面做那個聚會敬拜上帝，然後我去那邊他們把門鎖起來不讓

我進去。這邊也有個會員他是天主教徒，他說他去那個去那個教會，

然後就被被罵，然後類似被趕出來，不是完全被趕出來，但是教會一

直就是要趕他走，所以他們也是有受到一些歧視」（智） 

 

「那些新聞報導，報導那些會殺人、會害人、然後會自殺的那些。他

們正都去報導那一些負面，流傳到最後，哎唷我爸爸也知道，我爸爸

那全大廈都知道，我爸爸有我這個精神疾病的女兒，可是我是幫助別

人啊，我幫助別人，我很多態度都是幫助別人啊。」（麥） 

 

「是連我妹妹家，她們一開始，他們也是、也是會覺得我就是會攻擊

人就對了，就是會打人會殺人，你這個一定要判什麼刑，你只要是精

神病你就不簡單啊。」（嬿） 

 

「會排斥知道有這個病，十八歲那時候有精神分裂症就到學校辦休學，

結果我同學就罵我，他就罵我說有病，說那個什麼髒東西，都沒有甚

麼佛心，我實在很痛苦，我心裡想說，你會鼓勵我，就叫我好好吃藥

治療，但結果他不是，他是用這種方法對我回應，然後他再跟我見面，

他都從來不在跟我講話。後來我去上班，有這個病我都休息時候趕快

跑去吃藥，同事就會說欸你吃什麼啊，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就要偷

偷摸摸的吃，怕別人知道說我有精神分裂症。後來我跟我丈夫結婚一

年就離婚了，他在娶我之前，我公公說我這個病啊沒關係啦，有病有

藥可以醫就好了，結果拖到一年都不好，他就說離婚。」（陳） 

 

「我一直都有病識感，這就是很簡單的病識感，但人家知道你生病了，

你怎麼跟人家解釋都沒有用啊，他把你當那個病人看待啊，即使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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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跟人家差不多嘛，可是人家會把你當病人一樣的看待。就是說，

你有沒有去門診啊，你有沒有吃藥啊，我聽到這些我就不喜歡聽，因

為我以前也是正常人，但老闆對你就是不信任啊，或是老闆對你，對

你會有意見啊，那樣比較不好。」（朱） 

 

「有些網友、臉書他們覺得說，應該要把精神病患永久性的隔絕，何

為永久性的隔絕就是永遠的關在精神病院裡，或者永遠的關在精神復

健機構裡，就是不管是關在機構也好還是關在醫院也好，不要讓他們

出來，他們出來就會作亂，就會危害這個社會、危害這個國家，所以

有些人這個是比較偏激的想法，所以我有看到。」（智） 

 

「家訪有聽過有一些人因為精神疾病就是被人排擠，被人說了一些不

好聽的話。」（水） 

 

三、 精神障礙者對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觀點 

故本段落將探究同儕支持方案對精神障礙者去汙名化的影響。首先，

探究研究參與者對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之觀點，本研究發現到儘管不是每一

位研究參與者都確切瞭解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完整意涵，然而，根據研究

參與者的回饋，他們對於同儕支持去汙名化的觀點都是正面的。 

 

「比如說我們講一句溫暖的話、比如說你還好嗎、你今天過得還好嗎、

對另外一個精神康者講你還好嗎，你這樣就是關懷他、就是這個也算

同儕支持啦、同儕支持比如說你跟她聊天、你看他一個人很孤單然後

你跑去跟他說嗨你好、你最近過得好嗎、妳的工作怎麼樣、啊還是你

最近生活過得怎麼樣、這也是同儕支持啊，我覺得當你去跟他講話聊

天關心他，這樣就是同儕支持了。」（智） 



doi:10.6342/NTU202401391

59 

 

「精神分裂症汙名化很難聽，就是很難聽啊!我們精神那會分裂啊，那

裏在分裂啊? 就是改成思覺失調症把名稱改變，很恐怖的名稱把名稱

改變。我們要把難聽的除掉，去汙名化把它除掉，還有什麼那個，什

麼殘障身心是什麼，一些不好的把它去取掉，那不就很好聽嘛。我們

是思覺失調症，只是我們的觀念的感覺，有比較異樣而已，我們吃了

藥還是一樣正常嘛。」（陳） 

 

「去汙名化那就是說，就是說希望大家能夠，因為希望，就是說希望

一方面也就希望他們對精神科有關係的一些工作人員或學者他們就是

說會朝這方面，朝去汙名化啊或者是症狀的理解啊，都會照著一定的

程序去，就是說讓我們思想能夠更充實，然後更了解自己。」（朱） 

 

「去汙名就是讓人家知道我們很善良，不要讓外界的人認為說，我們

這些輕微的那個精神康復者，好像外面的邊緣人，什麼隨機殺人，什

麼精神、什麼聽幻聽說，要跳下去要殺人，我們並不是那邊想的那麼

壞。必須要對我們去汙名化，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傷害過任何人過。」

（麥） 

 

「都是自己去想的，我覺得啊人，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有時候

自己去想，去想要變變真的，明明是假的也講得跟真的一樣，那人家

就以訛傳訛便 以為是真的，其實都是都是假的。」（朱） 

 

「去汙名化就是當他們在、面對某一些污名的時候，他能夠察覺、察

覺出這不是他自己的問題，或者是這個是整個社會上、就是社會發生

的事情，怎麼在這個過程當中提升他們、在這個社會上的復元力這件

事情。」（阿慈） 



doi:10.6342/NTU202401391

60 

 

 

「去汙名就是他們很多的能力跟權力因為疾病的關係都被收起來了，

那在這裡我們學習著怎麼樣恢復的如何去做一個人，對啊就是這樣。」

（小庭） 

 

四、 精神障礙者對同儕支持去汙名化的經驗 

研究發現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去汙名化是有幫助的，包括提供情感上

支持與鼓勵，讓研究參與者能夠向社會大眾解釋精神障礙者的狀況。另外，

同儕支持也能夠增加研究參與者的病識感以及藥物遵循性，減低因害怕被

汙名化而放棄治療的狀況。因此，研究顯示同儕支持除了提供實際幫助外，

也幫助精神障礙者重新建立了勇於面對汙名化的自信，提升自我效能感及

實現去汙名化的行動目標。 

 

「同儕支持很有幫助，而且我還可以勇於跟其他人去慢慢的解釋，去

跟不了解的人去溝通。」（嬿） 

 

「我們去做同儕支持，最重要的還是要告訴對方，你要出來，我們就

是同儕支持給你看了最好的例子，我曾經有很差勁的，很差勁的一些

發作的經驗，這些經驗我都講出來給大家聽，你們再怎麼壞，不要放

棄自己。」（陳） 

 

「比如說我之前有參加他們的復元共識營，他們是想鼓勵我們，就是

凝聚我們的那個，對我們精神康復者的那個關懷的向心力、關懷，他

們是希望說我們提供一些意見，我們要為懂得為我們康復者自己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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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我們希望，我們並不是那邊想的那麼壞，生病也不是我們願意。」

（麥） 

  

「去汙名化就是症狀的理解啊，吃藥啊、回診啊，工作也好，都會照

著一定的程序去，去學習，去進步。多少有點幫助啦，對我們精神康

復者有幫助。」（朱） 

 

「幫助我覺得是有降低啦，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污名化，就是提升了

他們的自己自我效能感，他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去降低他們自

己對於自己的內在的汙名化，我覺得對他們、對自己的幫助是最大的

啦，因為他們自己會覺得總算幫助了別人，會覺得自己原來也有貢獻

這件事情。」（阿慈） 

  

「去汙名就是他們很多的能力跟權力因為疾病的關係都被收起來了，

那在這裡我們學習著怎麼樣恢復的如何去做一個人，對啊就是這樣。」

（小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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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臺灣的精神障礙者仍然受到社會大眾和自我汙

名化的影響。精神障礙者對於汙名化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並能夠清楚地

表達他們因精神疾病而遭遇的汙名化經歷，這些經歷包括社會排斥、責備

和自我孤立，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能力造成顯著影響。例如，有

參與者描述了被教會拒絕進入、被家人誤解和被同事疏遠的情況，而媒體

對精神疾病的負面報導也強化了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另外，本

研究發現同儕支持在去汙名化過程中具有重要角色，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回

饋，通過同儕支持服務以及同儕支持者培訓交流，他們的自我認效能感得

到提升，減低自我汙名化的影響，同儕支持也讓精神障礙者恢復了自信，

使他們能夠重新參與社會。因此，同儕支持不僅能提供實際的幫助和情感

支持，還能促進精神障礙者的自尊和社會參與感，減低汙名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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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之經驗 

本研究一共六位同儕支持者，年齡在 30 至 60 歲間，參與同儕支持時間半

年至四年，以下將分享他們在同儕支持方案中的角色及在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方

面的經歷，深入探究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者的影響。 

一、 智 

智的年齡為 30 歲，已有 9 年的精神疾病史，由於智能不足的原因，他一直

接受特殊教育直至完成國中畢業。畢業後，智在二哥推薦下到加油站上班，因

為加油站需要長時間的夜班工作（晚上十時至凌晨六時），智的生活作息受到了

嚴重的影響，智在工作一年後開始出現幻覺，第一次發病時，他僅在油站附近

來回踱步，後來智在當時還有另一習慣是在白天參加教會的活動，然而卻在一

次精神症狀發作時，他對參加教會的會員出現騷擾行為，最後被強制送到精神

病院，智在初期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四年後則被診斷為躁鬱症。 

智在過去認識精神健康知識的主要來源是網絡媒體，智的精神科醫生曾建

議他參加日間醫院的活動，但因日間醫院時間固定且需要長時間參與，智最終

並沒有答應。因此，智在過去沒有正式地學習同儕支持或去汙名化的知識，在

七年後，智在衛生所關懷員推薦下來到雄棧中心，智答應到雄棧的原因，是因

為雄棧能供的活動時間更具彈性，並且他後來在雄棧中心社工的推薦下，參加

了有關精神健康以及同儕支持的相關知識，最終通過評估成為同儕支持者。 

智成為同儕支持者已經有半年的時間，他在受訪中說到願意成為同儕支持

者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能賺取金錢。另一原因是在同儕支持的服務過程中

能獲得成就感，智的同儕支持主要服務內容為電話訪談，智認為通過電話訪談

能關心到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是他願意繼續做同儕支持者的原因。 

對於同儕支持去汙名化的影響，智認為效果是有限的，據他所說是因為社

會文化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難以完全改變，其次是他認為單靠同儕支持者個

人所產生的改變有限，而在疾病影響下，也難以凝聚或組織其他精神障礙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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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為去汙名化作貢獻。 

二、 水 

水公司的年齡為 36 歲，已有 24 年的精神疾病史，在國中期間曾因遭受同

學霸凌而有過自殺念頭，在老師關懷下最終沒有發生，水公司在畢業後需要服

兵役，但因被長官誤解，水公司便到軍營高處跳下，而最終水公司被同袍發現

並制止，水公司也因為此事件而被強制送院直至兵役時間結束，水公司被精神

科醫生診斷為憂鬱症，他後來在護理師的推薦下來到雄棧中心。 

水公司在來到雄棧前，他並沒有接受過精神健康或同儕支持的知識，然而，

水公司在來到雄棧後，會願意參與雄棧提供的復元及同儕培訓，後來在社工推

動下，水公司願意與社工一起到其他精神障礙者的家中探訪，逐漸地水公司能

夠獨自完成家訪的工作，更是雄棧當中少數能獨自進行家訪以及匯報工作的同

儕支持者。 

水公司成為雄棧的同儕支持者已經超過一年，他在同儕支持服務過程中發

現到自己的經歷能夠幫助別人，所以除了家訪工作，水公司在社工的協助下也

會把自己的復元經歷通過網路廣播（podcast）進行分享。而水公司在訪談中表

示自己願意繼續擔任同儕支持者，一是因為雄棧社工不斷的鼓勵，另外就是希

望自己的經歷可以繼續幫助別人。 

水公司認為同儕支持對去汙名化的影響是有效的，因為精神障礙者可能因

精神症狀而受到排擠，而同儕支持服務能夠讓精神障礙者變得更好、重新走出

來，不再躲在家中。 

 

三、 嬿 

嬿的年齡為 41 歲，已有 6 年的精神疾病史，嬿原本是在做工程繪圖的工作，

但後來因為在兼顧工作與照顧家庭的雙重壓力下，她主動尋找心理諮商，其後

被診斷為躁鬱症。然後，嬿在衛福部社工的介紹下來到雄棧中心，嬿剛到雄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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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比較排斥的，後來在雄棧社工的陪伴下，嬿開始參加雄棧的精神復元及同

儕支持課程。 

嬿在過去沒有並不知道精神障礙去汙名化或同儕支持的知識，嬿是來到雄

棧中心才接觸到同儕支持服務，並在通過培訓後成為同儕支持員，嬿在成為同

儕支持者後的主要工作包括為家訪，而在社工協助下嬿也會通過網路廣播

（podcast）分享自己的復元經歷，另外，嬿也會負責復元宣導的工作，以同儕

支持者的身份到校園分享自己的復元經歷。 

嬿成為雄棧的同儕支持者的時間已持續超過半年，在訪談中嬿表示願意持

續做同儕支持者的原因，是因為在同儕支持工作的過程能讓她獲得成就感，同

時雄棧中心能為她提供一個舒適自在的空間。 

嬿認為同儕支持對去汙名化很有幫助，通過同儕支持的培訓讓她更懂得與

其他人溝通以及解釋自己的精神狀症，例如：懂得把精神疾病比作糖尿病、心

臟病等使更多人明白精神障礙者並不一定會有攻擊行為。 

四、 麥 

麥的年齡為 51 歲，已有 27 年的精神疾病病史，在大學期間被診斷患有思

覺失調症，麥在接受傳統藥物治療期時，麥的親戚以及朋友都反對她服用精神

科藥物，導致麥因沒有規律服藥而出現嚴重的精神症狀，最後只能被送院治療，

而麥也曾因為自行停藥或要求醫生減藥而導致精神症狀再次發作，被醫務社工

強制送院。 

麥在過去因不規律用藥而被送到不同的醫院及精神復健中心接受治療，在

住院期間讓麥認識到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知識，以及明白到按時用藥的重要性。

後來麥在醫師及醫務社工的轉介下來到高雄雄棧中心接觸到同儕支持的知識，

她在通過同儕支持的培訓後成為同儕支持者，而麥成為同儕支持者後，主要的

服務內容包括：電話訪談、網路廣播、校園分享以及陪同其他會員就醫。 

麥成為同儕支持者的時間己經一年半了，她認為能持續參與的原因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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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同儕支持者的角色非常符合她的性格特質、家人支持、同儕工作能夠提

供金錢、同儕工作也使她獲得成就感、雄棧的職員對她的肯定以及讚賞，以上

的因素都是麥願意繼續以同儕支持者的身份繼續提供服務。 

麥認為同儕支持是對於去汙名化是有幫助的，因為同儕支持可以增加她的

自信、讓她在過程中發現到個人優點、增加自身的現實感，以及使她可以獨立

生活而不再擔心別人目光。 

五、 陳 

陳的年齡為 55 歲，已有 37 年的精神疾病史，在 18 歲時開始出現幻覺、幻

聽的精神疾病症狀，在接受藥物治療前，陳的家人曾向學校申請休學，並帶陳

到廟宇尋求方法，而陳在嘗試了多次廟宇的方法，例如喝符水，但陳自感認為

沒有效用，所以主動向其父親提出到醫院就醫，最終被精神科醫生診斷為思覺

失調症，陳亦因此選擇停學。陳在患了思覺失調症後曾嘗試工作，但因被同事

發現患有精神疾病而受到排擠，最後也只能放棄工作。另外，陳按時家人的安

排結婚並育有一女兒，但最後因伴侶無法接受陳的精神疾病而提出離婚，女兒

也只能交由對方照顧。 

陳在過去並不瞭解精神障礙去汙名化或同儕支持服務，直到經由醫師及醫

務社工的轉介來到雄棧，才開始認識到相關的知識。後來，陳再經由社工的推

薦，參加及通過同儕支持培訓成為了一位同儕支持者。 

陳已經擔任了三年的同儕支持者，陳願意持續做同儕支持者的原因包括：

機構曾對她的幫助，例如：提供物資、租屋補貼等，其次是通過同儕支持者的

身份能夠幫助別人，最後則是同儕工作能讓陳賺取金錢。而陳同儕支持的主要

工作是家訪為主，空閒時間也會參與代工工作。 

陳認為同儕支持是有助於去汙名化的，通過自身的經驗分享，能讓其他的

精神障礙者學習，從而鼓勵他們走出困境，而社會大眾也能直接看到接受同儕

支持服務後精神障礙者的改善，從而改變社會大眾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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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朱 

朱的年齡為 57 歲，已有 36 年的精神疾病史，在患有精神疾病前的工作是

船運，但後來朱因為工作壓力而出現妄想及頭痛等症狀，朱因此自行到一般醫

院求醫，後來被醫生轉介到精神科並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此亦導致朱無法繼

續他的航運工作。隨後，朱接受了日間醫院的康復訓練，後來在轉到不同的精

神復健協會繼續接受復健，當時主要的工作內容為洗車以及代工，其餘的空閒

時間，朱會參加各種精神健康課程。 

朱在來到雄棧中心之前曾參加過其他精神復健機構的訓練，朱在那裏瞭解

了一些精神復康的知識，而當他來到雄棧，機構主任建議他參加同儕支持訓練，

朱答應參加並且通過評估成為了同儕支持者。 

朱已經成為同儕支持者三年，根據他的表述主要因為患有精神疾病後無法

工作，所以想充實生活。而朱的主要同儕工作為校園分享，其他的時間則仍然

負責代工工作。 

對於同儕支持與汙名化的影響，朱認為汙名化與去汙名化只是虛構的詞語，

去汙名化的目的僅是為了讓精神醫護人員更好地處理病人，他認為只要需要服

用精神藥物的人，就不會是正常人，所以同儕支持對於去汙名化的影響有限。

然而，他認為同儕支持對精神障礙者復元是有效的，例如可以提高病識感、重

建人際網絡、建立固定日間秩序，使生活變得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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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的復元經驗 

精神障礙者接受同儕支持培訓後便能夠以同儕支持者的角色提供服務，在

成為同儕支持者前，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的經歷同樣是本研究的關注重點，

本章節將聚焦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方案的完整歷程，分別以「精神障礙者

對復元的理解」、「精神障礙者的復元經驗」、「精神障礙者的參與機制」及「精

神障礙者對同儕支持的經驗回饋」，以呈現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的全貌。 

一、 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後對復元的理解 

學者 Spaniol、Wewiorski、Gagne及 Anthony（2002）認為，復元是一

個促進障礙者突破疾病限制、重新定義個人和疾病關係的過程。在本研究

中，精神障礙者對於復元的理解包括避免身心功能退化、重拾自信、重新

工作、按時用藥、自我覺察以及與疾病共存，這反映了復元對於他們的重

要性。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觀點涵蓋三個方面：身體機能的維持、

藥物治療的遵循性以及工作能力的恢復。精神障礙者認為藥物治療對復元

十分重要，因為藥物能減輕精神疾病對生活的不便。本研究也有發生精神

障礙者因自行停藥而被迫強制送送的經驗，因此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遵

循藥物治療是穩定病情並避免復發的信念。另外，本研究之精神障礙者期

望復元後能找到工作或恢復過去的工作能力，而同儕支持能夠符合他們的

需求，恢復工作能力，提升自我價值感及社會參與。 

 

「關於精神障礙的復元的資料我是有去搜尋的，主要就是要按時

服藥，就是網路上的資料的文件，醫院的文獻都說我們要按時服

藥，然後按時就醫，然後要大概就，然後不要亂講，然後要做事

情分散注意力，啊主要最重要的事，就是按時就醫跟按時服藥。」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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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理解啊，就是能慢慢的回到以前我能的、好好的控管的

情緒吧，復元到以前一樣正常的工作，而不是由疾病來控管我，

這樣子來去工作。」（嬿） 

 

「我們的身體不要退化嘛，身體要健康、要運動就要來啊，心裡

也不要退化，我們要多多，我們以後以前，還有法律課、心理課

上一些知識、常識，心裡面啊，你精神上都不要退化。」（麥） 

 

「你要好好的吃藥第一個，你要復元，一定要先吃藥。就是身體

也要好，也是精神復元的一部分，你在運動的時候，你也會思維

啊也會很舒服，增加你的腦力啊的復元。」（陳） 

 

「就是說，要我們多運動，多上課，讓自己的腦袋，自己的思考

不至於退化得太快這樣子。」（朱） 

 

小結 

研究發現同儕支持在促進精神障礙者復元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根據國

外研究顯示，同儕支持不僅能增加精神障礙者的病識感、賦權感，提高其

社會參與度，同時也有助於減輕自我汙名化，促進精神疾病的復元 

(Faulkner & Basset, 2012; Mead & MacNeil, 2006)。本研究對於精神復

元的理解是讓精神障礙者學習與疾病共存的能力，從而使其能夠重新適應

社會環境。而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在成為同儕支持者後，他們對復元的

理解與國外文獻相關，同時也增加對藥物治療的重視，以及通過參與同儕

支持方案來恢復和滿足其對工作的期望，研究發現通過同儕支持有助於改

善精神障礙者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度，還能提升精神障礙者的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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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學習與疾病共存、建立人際關係，達到復元的效

果。 

二、 精神障礙者的參與同儕支持的機制： 

本章節將根據精神障礙者的參與機制分為三個段落進行探討。首先是

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方案的目標及期望，藉此來讓未來的同儕支持方

案能更貼近精神障礙者的需求。其次是探討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的

動機，以此來探討維繫同儕支持者的策略，最後則是精神障礙者認為成為

同儕支持者所需具備的重要條件，以提升同儕支持者的服務品質。 

(一)精神障礙者對同儕支持方案的目標及期望 

精神障礙者選擇參與同儕支持方案的原因不盡相同，而本研究發現精

神障礙者的原因與個人性格有關，研究參與者表示他們希望能夠幫助別人，

其次是期望能回饋機構，部份的研究參與者受惠於機構提供的補貼或福利，

所以想通過參加同儕支持來回饋機構，第三則是與機構社工有關，精神障

礙者在機構社工的推薦下選擇參與，另外也有部份研究參與者期望通過同

儕支持方案來增加個人的知識，改善生理機能，最後則是期望能夠結交新

的朋友或建立親密關係而選擇參與同儕支持方案。 綜上所述，參與同儕支

持方案的期望是滿足個人性格、社工的推薦、回饋機構、增加知識、改善

生理健康及建立社交關係。 

 

「第一個部分是因為我覺得說，他們告訴我說通過同儕支持培訓可

以打電話電訪，然後去去關心一樣是精神康復者的人，就是我覺得

可以幫助到別人。啊就 Mandy 姐，她就問我要不要，她主動出擊，

她自己講什麼問我要不要做同儕支持者，我說好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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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到孤單的老人沒有人照顧啊，想幫助人家吧。社工會帶我去

家庭拜訪那些病人，才開始做同儕支持的。」（水） 

 

「那時候鈺婷社工就跟我解釋說因為我表現最好了，我就問她什麼

叫我表現最好，她說你每次都有來啊都有上課，我再問然後呢？她

就說就把你的事，你覺得在這裡舒服的感覺的跟其也人講這樣就好

了。就這樣、就這樣、你沒騙我、好。然後就真的也帶了一兩次，

慢慢的、慢慢的去持續上課。（嬿） 

 

「反正任何人，只要我幫得上忙的，我能幫得上忙的，不要說一定

要是誰，一定要錢給我，我就還是會去幫忙。對，我的成就感，因

為我的個性本來就喜歡幫助別人。因為當初那個時候，我在凱旋醫

院住院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曾經跟裡面的一位謝詠基醫師會談，然

後，很好的是聯絡到凱旋的社工，他就聯絡到了。我爸爸還有跟凱

旋社工，然後我們四個就在那邊會談，幫我介紹。」（麥） 

第一，因為我住在家園嘛，我要服務、我要做事情，我應該往那裏

做，我想住在這裡，用在這裡，社會局的給我們用。是王社工，他

在那個，他在就是在處理的人員啦。同儕支持是在圓夢時候，那個

王社工，就叫我們有幾個可以去參加。（陳） 

 

「就是上課而已，然後充實自己的知識。就是說，要我們多運動，

多上課。也是跟精神復元有關係的一些上課的題目這樣子。就是說

會上一些課程，讓我比較能夠頭腦能夠頓開，知道說原來思覺失調

症也是要有病識感，以前不知道什麼叫病識感，現在就是知道自己

要有自己的病識感。就是說上一些課程然後讓我們了解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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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要能夠按時回診按時服藥這樣就好了，然後加上吳主任給

我們的引導，這樣子就比較容易，容易做同儕支持者。」（朱） 

 

 

(二)精神障礙者願意成為同儕支持者的動機 

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的動機可以分為物質上的

支持及非物質上的支持。物質上的支持主要體現為同儕支持者的工作

能夠為精神障礙者提供金錢，同時機構也會協助他們向政府申請其他

的社會援助，如住屋補貼，這些實際的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精神

障礙者的經濟壓力，使他們更願意成為同儕支持者。另外，非物質上

的支持則包括獲得成就感、助人性格、友善的工作環境以及來自專業

人員和家人的支持，非物質的支持提升了精神障礙者對同儕支持的滿

意程度，還促進了他們的個人成長和心理健康，進一步增強了他們的

自信心及工作使命感。 

 

「啊就 Mandy 姐，她就問我要不要，她主動出擊，她自己講什麼問

我要不要做同儕支持，我說好啊。還有原因就是錢拉，啊雖然說我

不缺錢，不是不缺錢，是沒有很缺錢，但是前年是很大的誘因啦，

因為我只要打五通電話，我就可以得到 176啊。」（智） 

 

「社工就問我要不要去家訪看看其他的病人，後來就帶我去家庭拜

訪那些病人，才開始做同儕支持的。想幫助人家所以才加入吧。」

（水） 

 

「那時候鈺婷社工就跟我解釋說因為我表現最好想我當同儕支持者。

哇超有成就感，只要看到他們來有沒有，我就好有成就感，只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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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來我就有成就感了，我看得到他們能跟我一樣走出來越來越好，

越來越多個我會覺得蠻有成就感的，而且不像是跟我以前一樣窩在

家裡面，因為以前我也曾經窩在、租的套房裡面，整整窩了五年，

來這裡之前三年多對啊，窩了三年，我不希望他們也跟我一樣，所

以就是看著他們這樣走出來，而且我覺得走出來也真的慢慢的人越

來越好，恢復到以前一樣，我也是希望他們能更好。」（嬿） 

 

「反正任何人，只要我幫得上忙的，我能幫得上忙的，不要說一定

要是誰，一定要錢給我，我就還是會去幫忙，因為我的個性本來就

喜歡幫助別人。而且這個同儕支持者，並不是說都是我一直在付出，

因為我們協會很好，因為他們也有給我經費。」（麥） 

 

「是王社工，他就是在處理的人員啦，同儕支持那個王社工，就叫

我們有幾個可以出去外面的，表示老師認同可以才能去當同儕支持

的服務員。」（陳） 

 

「因為工作人員會評估我們適不適應，結果工作人員覺得我適合，

我就來了，加上這邊的吳主任，就是之前圓夢的社工，吳嘉芬他現

在變吳主任了，他也是對我的幫助也是很大，對我也是蠻了解的，

另外是這邊離我家又近，坐公車又不用錢，就是可以容易往返家

裡。」（朱） 

 

(三)精神障礙者認為成為同儕支持者需具有的條件 

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認同了同儕支持培訓課程及藥物治療的重要

性外他們認為成為同儕支持者需要具備以下條件：病識感、穩定的情

緒狀態、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及書寫能力。這些條件被他們認為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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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實踐同儕支持者的關鍵。具備病識感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精神

障礙者的需求和困境，穩定的情緒狀態有助於建立穩固的支持關係，

而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書寫能力則是有效溝通的基礎，使他們能夠

更好地支持其他精神障礙者。 

 

「會上一些課程，平常都在上課。講話是不是一些該講不該講，還

是什麼都亂七八糟一大堆的講，就是要具備說話的能力。」（智） 

 

「就想看別人的家庭是怎樣的，有沒有跟我相同。滿意成為同儕支

持。」（水） 

 

「這裡的課程你基本上你最好都是、我們這裡有安排一些老師課程

的時候最好都來上，你都來上，因為我們不會去說話，因為我們受

損以後，我們說話能力、表達能力真的受損非常非常的大。在你在

上完課的後，大家在共同作業或討論，這樣子你在聊天上你也比較

能說話，也不再像以前一樣搞自閉了，你這些都會有一些基本功在

你在出去外訪的話，跟其他人分享你的過程，我覺得你就會一些基

本盤在。另外你的情緒控制要好，外訪才才比較 ok。」（嬿） 

 

「應該來多多參與那個協會舉辦的一些，比如說像我昨天，像我星

期六有一個團體叫做照顧者培力團體。應該多多來參加那個協會舉

辦的一些，那個同儕支持者的，那個課程活動，要多多來參加，多

多來接收資訊，要怎麼去幫助，要怎麼去做。」（麥） 

 

「同儕支持者我們藥一定要吃不用講嘛，之後就是你的理解力也要

有，有適當的程度，不能說理解力沒有，那這樣很危險，同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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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互相幫助的課，互助就復元嘛，第三我覺得是應該工作上的

態度。」（陳） 

 

「就是說能夠跟老師和學員配合，要會寫文章，寫字的能力，加上

要會講，說話表達，而且不要緊張，不要有壓力，自然發揮就好這

樣，這樣對，對一個同儕支持者，比較比較容易得心應手，比較能

夠快得心應手這樣子。」（朱） 

 

三、 精神障礙者在同儕支持中的復元經歷 

(一)過去的復元經驗：治療的持續性 

精神疾病治療方式包括藥物治療、心理治療、職業復健等多種形式。

本節將通過精神障礙者曾接受的治療經驗，以探究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他們

對復元的理解和期待。研究發現藥物治療仍然是臺灣精神障礙者最主要的

精神障礙治療方式，藥物治療包括口服藥物及長效針劑注射兩種方式。另

外，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對藥物治療的經驗持有較高的信任感，願意遵

循醫囑，故反映了藥物治療在精神障礙者日常中的重要性及持續性，而持

續接受藥物治療的經驗，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精神障礙者對精神復元的理

解及期後，故此，在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同儕支持服務時，首要考慮的是尊

重他們對治療方式的選擇，尊重的態度有助與他們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係，

也有助於同儕支持者更好地理解其他精神障礙者的處境，進而推動更多精

神障礙者接受同儕支持方案，促進他們的復元。 

 

「我以前我沒有去日間病房，我只有去精神科就診，然後去找精神科

醫師拿來、拿來藥然後打長效針，我現在打的長效針安立復，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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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長效針劑二十八天打一次，我都乖乖的準時去打，我都叫他乖乖針

啦，也不是真的乖乖針怪怪他，就是抗精神病的長效針。」（智） 

 

「藥物 OK，在長庚日間病房使用他們的服務，會去那邊調整作息，用

藥。」（水） 

 

「一定要乖乖吃藥，你不管是你覺得看起來好像多正常多正常的，我

們還是要吃，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照醫生的醫囑用藥，這是很重要

的一件事情。」（嬿） 

 

「我以前並不知道說，原來吃藥都一定要很規律的吃，因為以前可能

住的地方環境的影響啊。我的親戚他們從來不會訂定我一定要規則服

藥，變成說欸我發病了，又要我把我送進醫院，發病了又送到醫院。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並不知道說原來我會患病的原因，就是我沒有規則

服藥，然後後來在最後這一次，出院前我才知道，原來規則服藥是非

常重要的。」（麥） 

 

哦關於精神藥物，我調了好多年，你看我尋找了好多年，五十、五十

五年在尋找這一顆穩定下來的情感思覺失調症的藥，追尋了好多年，

這就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那時候才找到。調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慈惠

醫院的醫師就給我開了一個情感思覺失調症，打這個針長效針有效，

我就穩定下來。（陳） 

 

「經過精神科醫師的藥物治療，我現在，我已經好久以前就已經頭都

不會痛了，經過醫師的評估和吃藥，按時門診，就可以解決了，就是

聽醫生的指示，按時服藥就好了，就只是這樣子，已經十幾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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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這個樣子，都聽醫生的指示，按時回診，按時吃藥、按時服藥，

按時回診就是這樣子，這樣子過了十幾年。不好的經驗是沒有啦。」

（朱）  

(二)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的復元歷程 

根據外國文獻顯示，精神障礙者具有復元的潛力，而復元過程能夠為

精神障礙者重新建立對自己以及社會大眾的信心，提升社交和工作能力，

使他們能夠克服疾病的影響，實現自我價值 (Mackay et al., 2022；Lim, 

Remington & Lee, 2017) 。而本研究發現，同儕支持對研究參與者的復元

符合文獻內容，對精神障礙者具有正面影響，例如滿足社交需求、減輕精

神症狀、恢復工作能力、避免認知和生理功能退化，以及增加知識，反映

了當精神障礙者在接受同儕支持服務後精神健康狀態具有復元的指標，亦

即同儕支持服務在臺灣同樣具有復元的效果。 

 

「社工人都很好，然後會友、就是病友也都很好相處，然後我覺得這

邊是第二個家的概念。」（智） 

 

「我本來是沒有自信的，我本來就，我也不知道說，在這裏能有這個

機會表現出來，例如我本來的工作能力就很好，只是沒有機會表現出

來，然後老師看到我發現原來我的工作能力是很好的，啊只是沒有機

會表現，所以來這邊也恢復了我的自信心，恢復了自信心喔。」（麥） 

 

「運動很重要，醫生說做運動比吃藥要快的還好，所以啊你在運動的

時候，你也會思維啊也會很舒服，增加你的腦力啊的復元，妄想會減

低，這樣子跟大家一起，就是身體也要好，也是精神復元的一部分。」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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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元就是上課而已，然後充實自己的知識，讓自己的腦袋，自己的

思考不至於退化得太快這樣子。」（朱） 

 

「因為最近我開始復元，復元比較能出去工作，有控管情緒來復元到

以前一樣正常的工作。」（嬿） 

 

「來這裡學習到拒絕、怎麼樣去表達我的想法，也比較能開口跟人家

講話。」（水） 

 

四、 精神障礙者對同儕支持的經驗回饋 

Mead 和 MacNeil (2006) 指出同儕支持（Peer support）是一種非藥物治

療的方式，通過同儕支持者（Peer supporter）的經驗分享、生活技能以及情

感支持來促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後，他

們的溝通能力得到了改善，能夠更有效地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個人想法，並展現

對他人的關心，另外同儕支持也有助精神障礙者建立了更穩定的日常生活習慣，

增加他們的生活現實感、個人自信心及對疾病的病識感。因此，精神障礙者對

同儕支持的感想是，在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後，同儕支持能讓他們更好

地適應生活、恢復自信心、獲得個人滿足感、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及增加病識感。 

 

「有，我有得到成就感。另外，我溝通技巧有加強，然後我知道怎

麼去跟別人做電話訪問，所以讓我學習到一些事情。」（智） 

 

「在上完課後，你也比較能說話，也不再像以前一樣搞自閉了對，

你這些都會有一些基本功在你在出去外訪的話，跟其他分享你的過

程，我覺得你就會一些基本盤在。」（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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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達到我人生的目標，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來這邊也恢復了

我的自信心，恢復了自信心喔。我最自豪的沒有其他，就是全勤，

對我來講全勤很重要，最近我才剛養成早起的習慣，因為我將來要

工作，必須要早起，所以我一定要早起，為了工作我一定要早起，

對就這樣子。」（麥） 

 

「就是說讓我們的生活更穩定，幫助就是讓我們生活更穩定，體力

的訓練，思想正常化，還有自己的思想邏輯，自己要安排自己每天

的生活，然後該工作就工作，該休息就休息，該睡覺就睡覺這樣

子。」（朱） 

 

「很有幫助，而且我還可以勇於跟他們去慢慢的溝通，去跟不了解

的人去溝通。同儕支持者讓我拿回屬於自己人生的那種感覺，而不

是再被控制的感覺，不是再被我的病情控制的感覺，不是在有那種

沒架子、好像沒用的人，而是現在我會覺得我還是有用的人，我是

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雖然花比較多時間站起來，但

是還是可以站起來了，站起來而且站得更好了。」（嬿） 

 

「我覺得我後來就回顧了一下他們給我分享的經驗、以及我自己觀

察到的，就是他們除了提升他們自己自我效能感，也有去降低他們

自己對於自己的內在的汙名化。」（阿慈） 

 

「就我們沒有不一樣，這是我跟他們講的、永遠的一句話，我們沒

有不一樣。剛才那個弟弟他也是對他自己的疾病沒有病識感，可是

到最後我們會慢慢跟他講說我們沒有不一樣，學會復元的觀念，找



doi:10.6342/NTU202401391

80 

 

尋一個自己最舒適的方式，去跟我們的疾病共存，找到自己一個復

元的方法，因為其實我們今天不但是要去協助別人，同時也要面對

自己，就是也是在幫助自己啦。我覺得這是一個互利共生的一個生

態對就這樣子而已。」（小庭） 

 

小結 

研究發現同儕支持在精神障礙者去汙名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儕

支持有助於精神障礙者減輕精神疾病汙名、恢復自信心以及提升社會參與。另

外，傳統藥物治療在解決精神疾病汙名化方面存在不足，而同儕支持方案能夠

填補這一缺失，通過情感支持和經驗分享等方式，賦予精神障礙者希望感，提

升其自信心及社會參與，讓精神障礙者能夠克服汙名化的影響，重新融入社會

生活，達到復元的狀態。另外，研究者通過研究參與者的回饋，發現到同儕支

持能夠滿足他們的社交需求、減輕精神症狀、恢復工作能力、避免認知、生理

功能退化及增進知識，進而促進其精神健康狀態的改善。 

綜上所述，本研究強調同儕支持在精神障礙者復元過程中有著去汙名化的

關鍵作用，讓精神障礙者在成為同儕支持者的過程中，不僅增強了對復元的理

解，還提升了生活品質及社會參與度，使他們更好地應對汙名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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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推動同儕支持所面臨的挑戰  

根據文獻資料，同儕支持在歐美國家已推行多年，並被納入美國的醫療保

健系統，目前已聘用超過一萬名同儕支持者。然而，臺灣的同儕支持尚未普及。

研究者通過整理資料，將臺灣推行同儕支持所面臨的挑戰分為三個部分：研究

參與者的觀點（精神障礙者及社工的觀點），以及汙名化對推動同儕支持的影響。 

一、 精神障礙者的觀點： 

精神障礙者通過同儕支持培訓成為同儕支持者後，通過同儕支持者提

供服務時仍存在一定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個人精神症狀影響、能力有

限、動機不足、不願失去政府補助以及同儕支持方案負責人員的離職。 

 

(一)推行服務時遇到的困難 

精神障礙者在提供同儕支持服務時，常面臨工作壓力和精神疾病

症狀的影響。例如，有些精神障礙者在提供服務時，因對方態度不佳

或有妄想、幻覺等症狀，導致服務效果不佳，甚至感到挫折。此外，

部分精神障礙者的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有限，影響了同儕支持服務的

質量。 

 

「嘖，有時候我的好意啊，就他感受不到我的好意，那我是覺得很難

過，我也要有地方有管道可以抱怨，然後分享一下，我心裡面那一種

對人家的好意，結果被人被人家不接受，我也覺得很難過。」（麥） 

 

「有的時候要講很久，可能那些人他態度不佳，或者是他有妄想有幻

覺幻聽，像我剛剛講的他有罵王八蛋，這個是比較嚴重一點的，通常

有的是說他沒空，或者是說他不需要，那我也會有點失落，這負面的

影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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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的溝通、回答沒有那麼快速、可以清楚，所以希望同儕支

持可以讓他們多接觸人群。我希望他們能出來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不要一直待在家裡就可以，希望他們能走出來不必再躲在家裡或是幹

嘛，但有些會回我還是待在家裡就好。」（水） 

 

「因為有些他們只是窩在那裡可能都不動，或者是看電視，因為我們

受損以後，我們說話能力、表達能力真的受損非常非常的大。」（嬿）    

 

「因為過去那個同儕專門的是王社工，他現在是在另一間處理的人員

啦。」（陳） 

 

(二)精神障礙者的主觀挑戰與期望 

精神障礙者在成為同儕支持者後，仍面臨經濟狀況以及期望落差

的挑戰。部份精神障礙者動機不足，或是因為不想失去政府補助而不

願意參與同儕支持工作，而還有一部份的精神障礙者內心仍然期望能

回到過去的工作環境，然而在現實中，精神障礙者仍然要面對精神疾

病的及社會汙名化的影響。最後就是精神障礙者自身對精神疾病的負

面看法和自我汙名化，可能導致他們對同儕支持服務的抵觸和排斥，

影響服務的效果和持續性。 

 

「因為有些人他連話要講都不講，他們需要鼓勵，不然你不鼓勵他，

說他是不是頭腦壞掉拉，這個人沒用了，就說那些壞話啊，那他就走

不出來了啊。」（陳） 

 

「其實是很困難的，同儕支持就是去關心一樣是精神康復者，所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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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關心精神康復者的時候，我們就只是內部，就是一對一，就是

精神康復者對精神康復者兩個人去做溝通，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我

們是沒有辦法，我們頂多只能夠關心他，讓他的狀況可能會改改善，

可是機率有點低啊。」（智） 

 

「這不是，不能講說要他們成為同儕者，是他們本身願不願意而已，

然後是有一些，有一些精神康復者他們也是會，欸老師叫他們去幫忙，

其他剛進來的學員啊他們不是沒有工作能力，他們是應該說，有些也

不喜歡來機構，啊有些就寧願不願意走出來，那個旅行、踏青，那些

活動你都可以去參加，為什麼連你，讓你有放鬆的機會你都不願意去

參加。」（麥） 

 

「就我的理解啊，就是能慢慢的回到以前，復元到以前一樣正常的工

作，因為最近我復元、復元比較能出去，能出去工作，基本上我到外

面是比較保護的，我沒有讓其他人知道，因為我在外面，其實基本上

當人群太多我自己還是會怕，我還是會怕，外面的人只要一聽到是精

神病就是攻擊人，然後是連我自己的妹妹，我妹妹家是一開始他們也

是、也是會覺得就是會攻擊人就對了，就是會打人會殺人，你這個一

定要判什麼刑，你只要是精神病你就不簡單啊。」（嬿） 

 

「上次是有一次社工問我，我的家人對精神疾病的看法是什麼，我上

面就寫說隨機殺人、隨機傷人，然後是不定時炸彈，大概就是這樣，

我家人的想法是這樣，他們也是也是這樣子想的，雖然說我是他們的

家人是精神疾病就是精神病患，他們可以包容接納我，但是他們還是

老實講如果是其他的精神病患他們會害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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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聞報導，報導那些會殺人、會害人、然後會自殺的那些，他

們凈都去報導那一些負面，啊就等於把我們汙名化。然後社會大眾因

為他們都只是看到新聞報導，負面的啊、殺人的、跳樓的啊、聽到幻

聽的啊、自殺的，都把我們這些同儕支持者汙名化了。」（麥） 

 

「不可能因為我們有在吃藥，就不會是正常人，我也不是正常人，我

可能就一輩子吃藥，我自己也知道。」（朱） 

 

「我只是把我的感覺說出來，基本上我就是從這裡進來然後這裡出去，

然後找到穩定工作，實際上就是找到了穩定工作。」（嬿） 

 

「沒有沒有，我現在是領政府的補助，所以我生活還過得去，辦這個

不容易耶。辦這個這個低收入戶補助不容易耶，必須要沒有財產才能

夠辦得過，還要經過社會局的審核才能夠辦得過，很不容易耶。啊我

現在就是因為有了這些補助所以我生活上都比較沒有問題。因為我已

經領了低收入戶補助，我生活過得去，我就不指望這些了。工作就沒

有低收補助了。」（朱） 

 

二、 社工觀點：  

社工在同儕支持方案中擔任支持者和培訓者的角色，研究者通過他們

的敍述瞭解到社工在推動同儕支持方案時，較常面臨的挑戰包括：精神障

礙者精神症狀影響、同儕支持課程規劃以及服務品質等挑戰。 

(一)精神症狀影響 

精神障礙者的精神症狀較常影響同儕支持服務的穩定性及持續性。

社工表示精神障礙者的症狀甚至可能會突然出現退出同儕支持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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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因此精神健康症狀的確仍是對同儕服務的一個挑戰。 

 

「我覺得是他們症狀，症狀來臨的時候，疾病會造成同儕者他們的退

縮，或者是不確定性，這是我的困難點，是因為他可能經驗很好哦，

明天就跟我講說我不要了。」（小庭） 

 

「如何真誠的面對自己的疾病，然後面對自己的疾病跟認同自己。因

為疾病的關係他們很多的能力跟權力都被收起來了，但是我覺得現階

段需要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我們就是一直倡導賦權、賦能他們能夠

認同自己，我們才有辦法去延伸後面的那一段比較完整的培訓，那如

果你連前面的自我效能跟自我認同這一塊都沒有的話，那即便我把你

推，你自己還是不會認同上面教的。」（小庭） 

 

(二)同儕支持課程的設置 

同儕支持課程的設計和規劃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社工需要

根據精神障礙者的特點和需求，例如：部份精神障礙者可能不善於使

用電腦來處理文書檔案等，設計適合的培訓內容和實踐活動，而根據

研究者的實地觀察，當同儕支持者有狀況發生時，大多數的狀況都是

由社工一對一地為同儕支持者提供支援，暫未能讓同儕之間互相處理，

這對於資源有限的機構來說也是一個挑戰，另外，部分精神障礙者參

與同儕支持服務的動機僅僅是為了獲得薪酬，這可能影響服務的質量

和效果，社工只能不斷激勵和支持精神障礙者，來維繫他們對於同儕

支持者的服務意願。 

 

「就是在前期要怎麼設立那些、規劃那些內容，我覺得是前期要花很

多時間去討論的啦，因為在執行前的一些準備、我覺得會比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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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以及、同儕讓他們合適去詢問哪些內容，或者是執行到什麼程度、

程度方面要怎麼規劃，那時候就是會需要想一下這樣子，然後以及他

們在執行的過程當中，要訓練他們完成書面的資料這件事情。」（阿慈） 

 

「我還是會依他們的特性，如果他們對話很可以我就會先讓他們去做

電訪，先從會員就是先從熟悉的人下去做對談，下去做電訪。」（小庭） 

 

「基本上是我個人覺得不好的，就是他們會覺得這個只是一份有支薪

的、為了拿那份薪水。」（阿慈） 

 

「都是個別提供協助的，一般就是各個主責的社工會去處理需要協助

的同儕支持者，除非出現重大問題我們就會跟督導內部討論這樣子。」

（小庭） 

 

「因為比如說像是電訪，我們一般工作人員不是都要撰寫一些紀錄嘛，

那要怎麼去銜接後續的東西、就是就是書面資料的東西，然後因為其

實我們在執行過程、會有發現一個困難，就是他們比較沒有這些文書

的能力，對，啊重整可能也是一個、對他們來說也是困難，他們有時

候就是流水帳、把對方說的就是會寫的一大堆嘛，對，那要怎麼去篩

選出來，那些是重要的，那些把他重整、整理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是困難的。」（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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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臺灣對於精神障礙者的醫療保障已經相當完善，法律上也列明了多項對他

們權益的保障措施。然而，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傳統文化和大眾媒體

仍持續對精神障礙者加上「暴力」或「危險」等負面標籤，這些標籤讓精神障

礙者感到恥辱、孤立，甚至遭受社會排除。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在接受同儕

支持方案以及通過同儕支持者培訓後，精神障礙者不再單一是受助角色，同儕

支持方案有助於他們擺脫醫療模式的病人身份，精神障礙者能夠在同儕方案的

推動下互相分享經驗，成為彼此的同儕互助者，學習與疾病共存的新方式。在

整個過程中，還有其他專業角色的共同參與，例如社工提供情緒支持、心理衛

教及培訓等。另外，精神障礙者通過培訓還可以成為同儕支持者，為其他精神

障礙者提供同儕支持服務，進而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關係，協助精神障礙者的

去汙名化，使他們能夠重新適應社會。 

本研究以參與高雄心理復健協會同儕支持方案的精神障礙者及一線工作人

員為研究對象，將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同儕支持的臺灣發展脈絡」探討

同儕支持方案的理念及工作模式；第二部份是「同儕支持者的育成之路」深入

瞭解同儕支持者如何被培訓及服務內容，並與歐美國家進行異同比較；第三部

份則是「精神障礙者的去汙名歷程」通過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的經驗回饋，以

瞭解同儕支持方案在去汙名化的歷程探究；最後則是「同儕支持發展的挑戰」，

通過一線工作人員及同儕支持者的經驗回饋，以討論同儕支持發展過程中的挑

戰及困難。 

 

一、 同儕支持的臺灣發展脈絡 

同儕支持方案在國外發展已久，在臺灣則仍在發展階段，本段落根據

本研究發現及國外文獻作探討，深入瞭解臺灣同儕支持的理念及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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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儕支持的理念目標 

研究者通過對高雄協會的實地觀察以及與研究對象的深入訪談，瞭解

到該協會的同儕支持理念是以精神復元為目標。具體而言，高雄協會通過

培訓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讓他們能夠利用自身經驗來協助其他精

神障礙者復元。這一理念與 Mead和 MacNeil (2006) 對同儕支持的定義一

致，即通過精神障礙者的自身經驗、知識和情感支持來促進互助，使他們

更好地應對生活挑戰。另外，高雄協會的同儕支持理念不僅在服務對象層

面推動精神障礙者的復元，還在社會層面積極倡導精神復元的觀念，同儕

支持者會定期向社會大眾宣傳正確的精神疾病資訊，以減少社會對精神障

礙者的歧視和汙名。這與 Zola (1972) 和 Charmaz (1987) 的研究相呼應，

綜合文獻指出同儕支持是一種精神衛生服務，旨在通過倡導精神障礙者的

社會權利，減少因精神疾病導致的汙名和歧視，保護精神障礙者在社會上

的權利。 

另外，同儕支持的理念目標包括精神障礙者能夠通過經驗分享、情感

支援成為彼此的支持者，這不僅有助於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還能促進精神

障礙者的復元，因此高雄協會也有重視精神障礙者他們的復元經歷，通過

他們的經歷能能夠鼓勵其他精神障礙者對未來抱有希望。此研究發現也與

Goffman (1963) 的理論符合，Goffman 認為公開分享個人經驗有助於去汙

名化，能讓社會大眾更加理解並同理精神障礙者的處境，打破社會大眾對

精神障礙者的偏見及汙名。 

(二)同儕支持的核心要素與工作方法 

本研究發現同儕支持的核心要素包括：情感支援、復元理念以及生活

經驗分享。同儕支持方案與傳統精神疾病的藥物醫療模式不同，同儕支持

的目標在於改善精神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減少他們受到精神疾病污名化的

困擾。而高雄協會通過培訓精神障礙者，讓他們能夠以個別或團體的形式

提供同儕支持服務，而為了達到精神障礙者的個人復元及社會大眾的去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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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化的目標，高雄協會首先招募具有精神復元或相關知識的精神障礙者成

為同儕支持者，並提供個別或團體形式的培訓，培訓內容包括電話和家訪

的溝通技巧、復元及 IMR 康復知識、心理衛教知識，以及復元故事的製作，

這些培訓使同儕支持者能夠更好地運用自身復元經驗，啟發及給予其他精

神障礙者希望及實際的應對策略，以上研究發現也與文獻 (Solomon, 2004) 

對同儕支持服務的重要性相呼應。 

另外，在實際工作中同儕支持者主要通過電話訪談和家訪來推行服務。

這些方法不僅提供生活應對策略和解難技巧，還加強了同儕支持者與受助

者之間的聯繫和信任，給予希望感及恢復自信，減低精神障礙者因畏懼污

名而阻礙復元的情況。這種方法與傳統藥物醫療模式不同，此研究發現也

與 Solomon (2004) 和 Davidson et al. (2006) 對同儕支持服務重要性的

論述相呼應。此外，高雄協會還會在網絡以及社區校園進行精神復元經驗

的分享，推動社會層面的復元宣導，目標在於提高社會大眾眾對精神健康

的認識，減少對精神障礙者的偏見和歧視。此方法與 Corrigan (2004) 的

文獻一致，文獻強調社會教育和接觸是減少汙名的有效策略。 

最後，根據本研究對同儕支持的核心及實踐方法的研究發現，與綜合

文獻 (White et al., 2020；Faulkner & Kalathil, 2012；Dillon & 

Hornstein, 2013；Noorani, 2013) 也是相呼應的，文獻指出同儕支持是

一種將個人經驗凝聚成集體力量的精神衛生服務，通過情感互助，推動更

多精神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者，形成互助團體，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減少精神疾病汙名化的影響，也再次證實了同儕支持的重要性。 

(三)同儕支持者的角色功能 

研究者通過研究參與者的回饋，發現同儕支持方案並不是一種單方向

或單次的輔導服務，而是一個動態和持續的過程。通過同儕支持服務和培

訓，精神障礙者可以從被照顧者轉變為助人者，這種身份轉換帶來的效益

遠超過單向或單次性的幫助。同儕支持者與其他精神障礙者建立了近乎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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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同儕關係，能夠持續地協助精神障礙者去汙名化，達到復元的狀態。

同儕支持者的情感支持對精神障礙者的影響至關重要。根據過去的文獻研

究以及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同儕支持者能夠提供情感支持，使精神障礙

者感到被理解和接納，這讓他們更願意參與社區和心理健康服務，逐步減

少自我汙名化所導致的自我孤立。其次，同儕支持者能夠為其他精神障礙

者樹立榜樣，不僅增強了同儕支持者自身的自信心，還能鼓勵和肯定其他

精神障礙者，讓他們了解到與疾病共存的復元概念。這種榜樣作用使精神

障礙者感受到改變生活的希望，逐步讓他們也能夠從「病人」身份轉換為

「支持者」。在台灣，同儕支持者的服務內容還包括社區復元。他們通過電

話訪問和家訪等形式了解其他精神障礙者的需求，提供實際的協助，幫助

他們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如就業和日常生活技能。同時，他們在社會

互動中提供指導和支持，幫助精神障礙者適應社會環境，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增強他們的社會參與感。這些支持者還會通過網絡媒體以及在社區

開展復元宣導工作，以減少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同儕支持者提供

的情感支持和提高精神障礙者社會參與感之間有加乘效果。通過推動精神

障礙者參與社會，社會大眾能更明白和理解他們的處境，從而形成一個良

性循環。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同儕支持者的角色功能是多元化且全面的。他

們不僅是精神障礙者的支持者，更是他們的同行者和鼓勵者，提供持續性

的支持，重視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問題和復元的重要性。研究者通過本研究

更加認識到同儕支持的價值和重要性，未來將在精神衛生服務中積極推動

和支持同儕支持的發展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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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為了更直觀地瞭解臺灣同儕支持模式的關鍵內容，研究者根據研究發現內

容，將資料重新整理成表格如下： 

 

表 4：臺灣同儕支持模式 

 
人員招募 篩選與評估 培訓課程 工作服務內容 通常獲得待

遇 

高雄

心理

復健

協會 

政府轉介、 

工作人員推

薦、會員自

薦 

18歲以上，曾接

受或參與精神健康

服務，認識精神復

元或 IMR課程，及

通過工作人員的篩

選。 

電訪及家訪溝通技

巧訓練、復元及

IMR康復知識、心

理衛教的知識培

訓、復元故事製

作。 

(1) 電話訪問 

(2) 家訪 

(3) 復元宣導 

      (網

絡、校園分

享) 

(4) 團體活動

帶領 

依據工作內

容及時間提

供薪資、醫

療保障、督

導培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通過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方案的歷程探討，本研究發現臺灣同儕支持

的發展過程主要分為三個步驟：「接案與篩選」、「評估與培訓」以及「提供服

務」。在此過程中，精神障礙者需要經過社工的初步篩選及後續再評估，同時參

加相應的培訓項目，例如復元課程、電話訪談及家訪技巧等。最後，當精神障

礙者通過同儕支持實習後，本研究場域協也會將雇用通過培訓的精神障礙者成

為同儕支持者，另外在同儕支持方案中，社工的角色主要為培訓者和支持者，

與同儕支持者共同推動著同儕支持方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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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儕支持者的養成之路 

同儕支持者作為同儕支持服務的重要角色，本段落將描述同儕支持方

案是如何通過同儕支持者來發揮作用，以及將會通過對比國外的同儕支持

者培訓方案，來更具體地展示同儕支持者的培訓歷程以及其服務內容之差

異。 

(一)同儕支持者的培訓內容 

研究者通過研究資料的歸納及整合，並根據美國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5) 、加拿

大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1) 以及英國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20) 的同儕支持者培訓資料，整理出表格六，

研究發現臺灣的同儕支持者培訓計劃與這些國家是有多項內容相互呼

應的。例如：各國的同儕支持培訓計劃都強調需要在成為同儕支持者

前，具有精神復元或同儕支持的相關經驗，另外，同儕支持服務的主

要提供者都是由精神障者負責。臺灣的同儕支持者在培訓計劃上能夠

貼近歐美國家的，同時臺灣的同儕支持培訓內容更強調復元宣傳，加

強社區去汙名化的培訓，這將有助於精神障礙者重返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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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灣與美國、加拿大、英國同儕支持者培訓課程之比較 

 臺灣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異同點 

服務對象 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 
服務對象都是

精神障礙者 

經驗要求 
具有復元或同

儕服務經驗 

具有復元或同

儕服務經驗 

具有復元或同

儕服務經驗 

具有復元或同

儕服務經驗 

都需要有復元

相關經驗 

入門資格 
需要通過同儕

支持培訓 

需要通過同儕

支持培訓 

需要通過同儕

支持培訓 

需要通過同儕

支持培訓 

都需要通過培

訓 

課程內容 

復元、IMR課

程、同儕支持

課程、電訪、

家訪技巧、復

元故事編寫以

及社區講座技

巧 

理論健康知

識、同儕面談

技巧、設立目

標及計劃、自

我管理及復元

策略、認識社

區資源、專業

倫理 

同儕面談技

巧、訂立目標

及計劃、社交

技巧及情緒管

理、提供資訊 

理論基礎、同

儕面談技巧、

溝通技巧及預

防二次傷害、

專業倫理守則 

相同：都有復

元及同儕支持

的相關內容 

異同：臺灣特

別加強社區去

汙名化知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同儕支持者的實踐狀況比較 

研究者繼續引用美國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5) 、加拿大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1) 以及英國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20) 的同儕支持者培訓

資料並給合研究發現，整理出表 7 臺灣與美國、加拿大、英國同儕支持者

實踐狀況之比較，研究發現臺灣與美國、加拿大、英國在同儕支持者的實

踐狀況上有三個類別有所區別，在相同點上，四個地方的同儕支持者同樣

都有薪金補貼，顯示出各國都對同儕支持者身份給予重視，然而重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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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卻有明顯不同，首先是臺灣在同儕支持者認證制度上，仍未有正式的認

證機構來規範和認證同儕支持者的資格和專業水平，而美國、加拿大和英

國都有專門的認證機構，這些機構為同儕支持者提供系統的培訓和專業認

證，確保服務質量和倫理標準。其次，在工作環境方面，臺灣的同儕支持

者主要在社區服務中心工作，而歐美的同儕支持者已經在更廣泛的環境中

提供服務，例如政府單位、醫療機構和心理衛生中心，也間接反映了臺灣

的同儕支持者在社會大眾的專業認可上較遜色的，目前仍僅能依賴社區服

務中心提供服務，而其他國家的同儕支持者則有更多元的工作環境。最後

則是在社會政策上，臺灣與歐美各國仍是有落差的。美國、加拿大和英國

都有相關的立法來獨立支持同儕支持服務，這些法律和政策提供了穩定的

資金和資源支持，保障了同儕支持者計劃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相比之下，

臺灣的同儕支持服務主要被歸納在自立生活方案中，缺乏專門的政策和資

金支持，這也使得臺灣的同儕支持者在資源獲取和服務推廣方面面臨更多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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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灣與美國、加拿大、英國同儕支持者實踐狀況之比較  

 臺灣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異同點 

認證機構 
未有正式的認

證機構 

有正式的認證

機構 

有正式的認證

機構 

有正式的認證

機構 

臺灣目前尚未

有正式的認證

機構 

工作環境 社區服務中心 

政府單位、醫

療機構、社區

服務中心 

政府單位、醫

療機構、社區

服務中心 

政府單位、心

理衛生中心、

社區服務中心 

臺灣目前大多

在社區服務中

心 

社會政策 
被歸納在自立

生活方案。 

有相關立法獨

立支持同儕支

持服務 

有相關立法獨

立支持同儕支

持服務 

有相關立法獨

立支持同儕支

持服務 

臺灣相較其他

國家，政府政

策支持較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研究發現臺灣的同儕支持者育成過程，在課程培訓上是與歐美

國家相呼應的，然而在對於同儕支持者的專業認可、服務環境以及政策支持上

仍有待加強的，畢竟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在同儕方面已發展多年，已建立具較

成熟和完善的制度，能夠為同儕支持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和保障，故研究者

認為臺灣的同儕支持者可以通過這些國家的經驗為臺灣提供借鑒，以進一步完

善其同儕支持者制度，以提升臺灣未來的精神衛生健康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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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神障礙者的去汙名化歷程 

研究者通過精神障礙者參與同儕支持方案的經驗回饋，探討他們在去

汙名化過程中的經歷，故本段落將根據研究參與者的資料與相關文獻深入

探討精神疾病去汙名化的歷程。 

(一)精神障礙者被汙名化的因素 

研究發現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問題在臺灣仍然存在，精神障礙者容易遭

受社會大眾的排斥和歧視，甚至出現自我汙名化的情況，這與 Davidson

等（2016）的研究結果相符，指出精神障礙者容易因疾病被社會排斥，

導致社交退縮。研究資料分析顯示，精神障礙者遭受汙名化的來源包括

家人、同事和朋友等。部分精神障礙者因疾病失去工作或難以找到工作，

這強化了他們「病人」的刻板印象。這與 Pescosolido 等（2018）的研

究相符，指出汙名化由標籤化、刻板印象、社會歧視及個人負面影響共

同形成，並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總的來說，精神疾病汙名化現象

在臺灣仍然普遍存在，對精神障礙者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 

(二)同儕支持方案對精神疾病去汙名化的影響 

同儕支持者在精神疾病去汙名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發現，

同儕支持方案不僅能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情感支持，還能恢復其自尊與自信，

精神障礙的汙名化。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回饋，高雄協會通過同儕支持方案

為精神障礙者提供了一個包容、安全的環境，使他們能建立互信關係，另

外也會為合資格的精神障礙者提供復元及同儕支持知識的培訓，通過培訓

後精神障礙者便能夠成為同儕支持者，從而為他們建立新身份即同儕支持

者，讓他們能夠成為其他精神障礙者的榜樣，從而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

以及減少內在的汙名化，這與 Byrne（2018）的研究相呼應，該研究指出

同儕支持可以幫助精神障礙者重新建立社會連結，減少孤立感和自我孤立

行為，這些積極互動和支持系統能夠改變精神障礙者的自我認知，使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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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精神疾病視為個人缺陷，從而有助於去汙名化。另外，高雄協會的同

儕培訓包括復元訓練，參與者學習製作自己的復元故事，這有助於他們擺

脫「病人」角色，重新建立「同儕」的助人角色，達到去汙名化的效果，

這與陳依煜、連盈如（2015）的研究相呼應，該研究指出當精神障礙者與

其他有相似經歷的人交流時，更容易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納，有助於減少自

我汙名化。 

(三)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要素 

同儕支持者在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及去汙名化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

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情感支持與互助，協助精神障礙者重新建立人際網絡等。

本研究發現同儕支持在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中有四個重要元素： 

1. 情感支持： 同儕支持者通過自身經驗，給予精神障礙者情感上的

理解與支持，減少因自我汙名化而出現的自我孤立。就如本研究

參與者水先生曾因抑鬱而自殺，但在接受同儕支持服務後，他通

過自己的復元經歷，鼓勵更多精神障礙者走出來，重新面對生活，

不再自我孤立。這與 Ociskova 等人（2015）及韓德彥、陳淑惠

（2008）的研究一致，當精神障礙者感受到來自同儕的支持和理

解時，他們對自己的負面看法會逐漸減少。 

2. 資訊提供： 同儕支持者通過分享自身的經驗和知識，協助精神障

礙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個人健康，讓他們更懂得與疾病共存，發

展個人興趣。研究參與者麥小姐曾因想擺脫精神病人的身份而自

行停藥，最終住院，而當她在接觸同儕支持服務後，明白了即使

在服用精神科藥物也能是正常人，並學習到與疾病共存的方式，

成為同儕支持者，鼓勵更多精神障礙者就醫，減少其他精神障礙

者因害怕汙名而拒絕覆診的情況。這與 Kim和 Jun（2019）的研究

相呼應，當精神障礙者了解到其他人如何成功應對病情時，他們

對自己的康復也會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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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角色模範： 同儕支持者通過自身經歷，為其他精神障礙者展示如

何面對精神疾病的挑戰及重建生活，這種角色模範能夠改變其他

精神障礙者對精神疾病的負面觀點，例如本研究參與者陳小姐過

去因精神疾病被同事、朋友及家人責備，甚至因病離婚，但在接

受同儕支持服務後，她克服了過去的陰影，通過分享復元經歷來

鼓勵其他精神障礙者接受精神衛生服務。這與林沄萱（2015）及

唐宜楨、吳慧菁（2008）的研究相呼應，文獻指出通過同儕支持

服務，精神障礙者能夠提升自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能

夠有助於更好地管理疾病，還可以增強他們在社會中的參與和貢

獻能力。 

4. 社區去汙名化宣導： 高雄復健協會組織同儕支持者在學校、社區

及互聯網上進行精神衛教及復元故事分享，藉此來促進社會大眾

對精神障礙的理解和接受，減少大眾因不理解精神障礙而產生的

汙名化現象，並鼓勵更多精神障礙者通過聆聽及分享復元故事，

減少自我汙名化。這與宋麗玉（2005）的研究相呼應，文獻指出

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有助於精神障礙者在面對挑戰時獲得更多幫

助和支持，從而提升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復元。故此，同儕支持

在精神疾病去汙名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僅能為精神障礙

者提供實際幫助，還能改變精神障礙者及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

認知，增強精神障礙者的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擺脫精神疾病汙

名化的影響，重新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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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儕支持發展的挑戰 

研究者通過整理及歸納研究參與者對同儕支持的回饋，發現臺灣若想

廣泛推行同儕支持服務，在發展過程可能會遇到挑戰。這些挑戰如下： 

(一)社工層面的觀點：  

1. 精神健康狀況的不穩定性：同儕支持者的精神健康狀況不穩定，

可能會突然退出或無法持續參與，這種不確定性增加了服務的難

度。 

2. 課程設計和規劃的挑戰：設計適合精神障礙者的培訓內容和實踐

活動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對於資源有限的機構是一大挑戰。 

3. 薪酬動機的影響：部分同儕支持者可能僅僅是為了獲得薪酬而參

與，這可能影響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4. 汙名化的影響：來自社會和家庭的汙名化影響，包括大眾媒體對

精神疾病的負面報導和家庭成員的誤解和偏見，可能加劇精神障

礙者的自我汙名化，影響他們參與同儕支持服務的意願和效果。 

5. 社會政策的支持不足：臺灣的同儕支持目前仍未有一致的培訓以

及專業認證機構，同儕支持主要經費來源仍於自立生活方案中的

資源，相比之下，歐美各國有相關立法支持，為同儕支持服務的

發展以及同儕支持者的專業度都提供了足夠的資金及資源。 

(二)同儕支持者的層面：  

1. 工作壓力和精神疾病症狀的影響：精神障礙者在提供同儕支持服

務時，可能會因對方態度不佳或有妄想、幻覺等症狀，導致服務

效果不佳，甚至感到挫折。 

2. 個人能力的限制：精神障礙者的個人能力有限，這使得他們在提

供服務時可能會感到力不從心，部分精神障礙者也會因擔心失去

政府補助而不願意參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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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儕支持方案負責人員的離職：負責人員的離職對服務的穩定性

和持續性造成影響，影響他們參與同儕支持服務的動機和效果。 

 

小結 

研究者通過社工及精神障礙者的同儕支持參與經驗，發現到同儕支持

方案中，社工除了擔當著培訓以及支持的角色，同時也是在與同儕支持者

建立一新的合作關係模式「同儕」。根據社工的敍述，同儕支持者能夠與精

神障礙者建立更深入的理解，達到感同身受的程度，推動著精神障礙者更

願意參與精神健康服務，包括同儕支持服務。另外，研究者發現到同儕支

持者在為其他精神障礙者提供同儕支持服務時，同儕支持者其實也能夠在

過程中得到成長，達到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可以更有效地推動同儕

支持服務，讓精神障礙者找到復元的方法。同時，同儕支持服務也能夠促

進同儕支持者的自我療癒，在服務過程中得到更多的成長和改善可能因疾

病而被汙名化的遭遇。 

綜上所述，同儕支持者與精神障礙者之間的關係不僅限於提供和接受

服務，而是形成了一種深層次的互利共生模式，這對於推動精神障礙者的

復元和去汙名化有著顯著的作用。這種模式促進了雙方的理解和成長，有

助於建立更強大、更有韌性的社會支持系統。  



doi:10.6342/NTU202401391

101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一、 研究建議 

(一)對政府機構之建議 

1. 建立獨立的同儕支持專案 

政府應該推動政策改革，以提升同儕支持的專業認可。目前，台灣

在同儕支持者的專業認可、服務環境及政策支持方面仍有待提升。

可嘗試借鑒美國、加拿大或英國等國家的同儕支持發展經驗，推動

政策改革，為同儕支持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和保障，提升其專業

地位和服務質量。 

2. 開設同儕支持者崗位，增加培訓 

政府應嘗試在公部門聘請同儕支持者或提供同儕支持者的培訓，可

嘗試由大學等專業機構提供同儕支持者的培訓，以提高同儕支持者

的專業性及服務能力，減低單一機構的培訓負荷，同時也能進一步

提升同儕支持的專業知識。另外，在政府的帶領作用下，同儕支持

者有更多的服務機會讓大眾所認識，也有助於社會大眾重新認識精

神障礙者，減低社會大眾的汙名化。 

(二)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1. 改變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刻板印象 

傳統文化中對精神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深根蒂固。需要通過持續

的社會宣傳和教育，改變公眾對精神障礙者的認知，減少偏見和歧

視。這可以通過媒體報導、學校教育以及社區活動來實現 

2. 促進公共認知和接受 

與社會各界合作，推動公眾對精神障礙和同儕支持的理解和接受。

舉辦公共講座、宣傳活動以及社區工作坊，讓更多人了解精神障礙

者的真實情況以及同儕支持對其復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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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研究者之建議 

1. 強化研究者的跨領域合作 

精神復元和去污名化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需要心理學、社會

工作、公共衛生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研究者應加強跨領域合作，

組建多學科研究團隊，從多角度深入探討同儕支持的各個層面 

2. 建立同儕支持討論空間 

為對精神復康有興趣的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提供更多的討論和交流

空間。可以通過學術研討會、工作坊以及在線論壇等方式，促進同

行間的經驗交流和知識分享 

3. 推動實證研究 

強調實證研究在同儕支持和精神復元中的重要性，通過系統性研究

來檢驗和評估不同支持方案的有效性。實證研究的結果將為政策制

定者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持，從而促進更有效的政策和實踐 

二、 研究限制及改善策略 

(一)研究參與者特質： 

本研究以立意選樣的方式進行選樣，研究場域聚焦於高雄心理復健協

會，並邀請該協會來推薦合適之對象，但因研究參與者的特殊性及不確定

性，致使本研究在收案標準上僅能收取六位會員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

因此，在研究參與者數量以此研究場合上的限制，讓本研究結果未能代表

臺灣同儕支持的發展狀況，僅能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文獻。因此，研

究者認為未來在進行相關之研究主題時，可考慮擴大選樣範圍，例如嘗試

隨機抽樣，讓研究結果能具代表性及效度。 

(二)研究資料的稀缺性： 

本研究以參與臺灣同儕支持方案及通過同儕支持者培訓的精神障礙者

為主要研究對象，然而精神復元及去污名化皆是一個複雜的歷程，需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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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關注和研究，因此本研究嘗試質性研究的方法來瞭解研究參與者對於

同儕支持以及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之歷程，然而精神障礙的同儕支持在臺灣

之研究相對較少，致使較難找到臺灣本土之文獻作對比，因此研究者認為

未來研究或可嘗試進行長期追蹤，從而獲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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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工作人員版本) 

1. 基本資料： 

1.1 請問您在現在的協會工作了多長時間?  

1.2 請問是那些原因讓您選擇接觸精神障礙者，以及選擇現在的地方工作? 

1.3 您在精神康復領域的工作經驗有多長的時間以及您現在的年齡? 

2. 對於同儕支持方案的觀點 

2.1 請問您過去有接觸同儕支持方案嗎?可以分享您在推動同儕支持的一些

想法或感受? 

2.2 請問您覺得同儕支持方案與您過去接觸的精神復健方案有甚麼不同? 

2.3 請問您日常是如何執行同儕支持方案，您認為協會需要繼續推動同儕支

持發展嗎? 

2.4 請問您如何評估那些類型的精神障礙者適合成為同儕支持者? 

2.5 請問您覺得同儕支持方案對於精神障礙者有那些改變? 對精神障礙者的

意義或價值為何? 

2.6 請問您目前在同儕支持方案中負責的部份有那些?協會現在有雇用同儕

支持者嗎? 

3. 對於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去汙名化的觀點 

3.1 請問您如何理解精神障礙去汙名化? 

3.2 請問您認為同儕支持方案與精神障礙者的去汙名化的意義與價值為何? 

3.3 請問您如何理解同儕支持方案對同儕支持者去汙名化的幫助? 

3.4 請問您如何培訓同儕支持者?例如主要的培訓內容有那些? 

4 對同儕支持方案的建議 

4.1 在推動同儕支持方案時曾遇過那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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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您認為有甚麼方法能夠改善同儕支持方法遇到的困難? 

4.3 您對於同儕支持的發展有那些想法或建議呢? 

 

訪談大綱（同儕支持者） 

1. 基本資料：年齡、過往患病經驗、接受傳統藥物治療經驗 

2. 參與同儕支持計劃的角色、經驗 

2.1 您在成為同儕支持員之前，有參加其他精神復元的培訓嗎？是甚麼呢? 

2.2 請問您選擇成為同儕支持員的因素有那些? 

2.3 請問您認為同儕支持員需要具備那些要素? 

2.4 請問您成為同儕支持員多長時間了，有那些原因讓您繼續擔任同儕支持

員呢? 

3. 對同儕支持計劃的建議 

3.1 請問您認為需要接受那些訓練才能成為同儕支持員? 

3.2 在成為同儕支持後，機構提供那些資源來讓您發揮同儕支持員角

色功能呢? 

3.3 請問您成為同儕支持員後，有符合您原來的期望嗎? 

3.4 請問您認為同儕支持對您有那些改變? 

4. 同儕支持與去汙名化之關係 

4.1 請問您對於精神疾病汙名化的理解是怎樣? 

4.2 請問您有因精神疾病而被汙名化的經驗嗎? 

4.3 請問成為同儕支持員後，對於去汙名化有何幫助?能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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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計畫名稱：臺灣同儕支持與精神障礙去汙名化之探討 

指導老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吳慧菁 博士 

研究生：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嘉榮 

 

 您好，我是臺灣大學社工系學生李嘉榮，目前正在進行「臺灣同儕支持與

精神障礙去汙名化之探討」的研究計劃，我真摯邀請您同意參與本次研究。 

 本研究以曾接受同儕支持服務並已成為同儕支持者為研究對象，探討精神

障礙者在參與同儕支持至成為同儕支持員的經驗與詮釋，深入瞭解參加者參與

同儕支持方案的歷程，以瞭解同儕支持與去汙名化之脈絡。本次訪談預計時間

約為一小時，同時為確保訪談資料完整與真確性，訪談過程會使用錄音工具，

若訪談過程有令您感到不適的狀況，請您隨時告知，您也可以選擇不回答或退

出本研究之權利。本研究結果將以匿名方式呈現，在訪談過程中之相關資訊及

個人隱私均受到保護，本研究結果僅供學術研究，錄音內容亦會在謄寫成文字

作資料分析後刪除，因此可以放心回答。 

 若您在瞭解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方式以及瞭解相關權益保障後願意參

與本次訪談，請您在此同意書上簽名，再次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以豐富本

研究之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  李嘉榮 敬上 

 

 

參加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